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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為整合性研究計畫「高齡化與少子化福利國家與照顧政策：家庭照顧者就業與

照顧工作共容與永續發展」的第一個子計畫。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從性別的觀點，對台灣

的國家福利體制，以及在此體制下的兩性對工作／家庭的角色認同與生活福祉，做深入的

探討，並進行國際比較研究，以了解我國目前福利體制在國際比較上的相對位置與現況，

並探討不同福利體制對於個人工作／家庭角色認同與身心福祉的影響。後者主要的比較的

對象包括：英國、芬蘭、和瑞典。最後，我們也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建議，以期待

有助於解決我國生育率日益下滑的問題，並創造兩性平等、工作與家庭共容的永續社會。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包括文獻檔案分析、次級資料整理、深度訪談、和電話問卷調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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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wo-year study is the first sub-project of th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ject on“Making paid employment and care responsibilities compatible among

working carer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a declining

birthrat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state welfare policies

of Taiwan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to investigat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individuals’identity of their work/family roles and wellbeing.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e findings of other welfare state regimes produ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eams from Britain, Finland, and Sweden.

Th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appli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document analysis,

secondary-data analysi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elephone-bas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stud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proposed

to help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decreasing fertility, eliminate gender inequality,

and reconcile work/family conflict for citizen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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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從性別觀點看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



5

中文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性別觀點探討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並透過國際比較，找出台
灣國家福利的制度特徵與相對位置。經過對不同學者提出的福利國家類型學的討論與評
估，本文最後採取 Korpi(2000)的分類架構與測量指標，將台灣和 18 個 OECD 國家進行比較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在 Korpi 建構的「一般家庭支持」、「雙薪家庭支持」、和「市場取向」
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的模式中，台灣目前國家福利體制的位置是座落在「市場取向」模式的
類屬，而非有些人可能預期的家庭主義色彩較濃的「一般家庭支持」模式。此外，研究中
也發現，台灣近年來由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法與修正，開始實施育嬰假、陪產假、家庭
照顧假等「再家庭化」的政策措施，使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有略向「雙薪家庭支持」模式
方向發展的現象，但是缺乏「去家庭化」的國家照顧政策作為基礎，所有公共照顧服務的
相關指標，台灣的得分都是敬陪末座。

本文除了探討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的取向與定位外，也分析了福利體制的因和果。跟
隨 Korpi(2000)的分析腳步，從政黨政治的角度解釋福利國家體制的發展，台灣沒有以宗教
團體為基礎的政黨，也欠缺左派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發展成「市場取向」模式的福利
體制是很自然的結果。但是作者同時指出，福利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常以政黨的政治影響
力，作為影響福利國家體制發展的自變項，此種分析方式無法反映婦女運動的影響力，對
於強調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研究而言是嚴重的缺憾。至於福利國家體制的性別平等化效
果，台灣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整體而言表現僅較義大利和日本稍好，落後其他國家甚
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灣「25-34 歲」這個生育與育兒年齡層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遽
減，表現甚至比多數北歐以外的國家還要好。顯示年輕世代正產生重要的變化，此一變化
的意義為何？值得進一步探討。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意識型態方面，台灣的表現極差，
即使和較保守的「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國家相較，也幾乎落後了一個世代。

關鍵字：性別、國家福利、福利體制、家庭主義、去家庭化、再家庭化、商品化、去商品
化、類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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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model of the state welfare in Taiwan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fter reviewing different typologies of the welfare regimes developed
by different scholars, the study decided to apply the framework and indicators
developed by Korpi(2000) to analyze the state welfare in Taiwan in comparison with
18 OECD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tate welfare in Taiwan is currently located
at the “market-oriented model”, and not the “general family model” as some may
expected. The revision of the Gender-equality Employment Act passed last year, which
provided some refamilialization measures such as maternity leave, paternity leave,
and family care leave, makes the state welfare in Taiwan move toward the
“dual-earner model”. But the lack of a defamilialization basis provided by the
public care system strong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briefly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state welfare
in Taiwan. Since there is no confessional party nor left-wing parties in Taiwan,
it is natural to find its state welfare to be market-oriented. But the author also
pointed out that party influence is not an adequate variable to measure the influence
of women’s mov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ariables for this purpose is
desired. As for the effect of the state welfare,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difference between men’s and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in Taiwan is only
less than Italy and Japan. But this labor participation difference for the age group
of 25-34 dropped rapidly, which is even less than many non-Nordic countries. This
peculiar phenomenon is worth future study. As for the ideology of gender ro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employment in Taiwan is very
conservative, almost falls behind by a generation in comparison with many ‘
general-family model’ countries.

Key words: gender; the welfare state; welfare regimes; familialism;
defamilialization; refamiliazation; commodification; decommodification;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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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福利國家不只是規範生產體制的資本關係，它也同時規範了家庭生活，也就是再生產
(reproduction)的過程。而福利國家的稅收和移轉性所得，也形塑了對性別角色的規範，
因此福利國家不僅是階級政治的議題，也是性別政治的議題。從性別的角度來看，台灣的
國家福利是一種什麼樣的體制？和國際比較，它呈現出哪種福利體制取向？相對位置為
何？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從過去到現在的福利國家研究，許多學者建構了不同的福
利國家類型學(typology)，並提出各種不同的福利國家分析概念與評量原則，其中也包括
許多強調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分類架構（例如Lewis, 1992；Sainsbury, 1994；Fraser,
1994；Korpi, 2000等；Leitner, 2003）。這些分析概念與模型分類可以幫助我們從性別
的角度，瞭解台灣國家福利體制的制度特徵與社會效果。但是光是根據理論與概念的討論
從事個案的研究，不足以讓我們看清楚台灣國家福利體制的定位，因為在現實世界中，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完全符合某一種福利國家模式的概念原型，唯有透過跨國比較，才能看
出一個國家的福利體制與他國相較之下的相對位置與特徵。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
從性別觀點回顧與評估不同福利國家類型學的建構，尋求適當可行的模型分類與評估指標
來探討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並採取次級資料分析的方法，進行與OECD國家的跨國比較研
究，以瞭解台灣目前的國家福利體制與其他經濟先進國家相較之下的相對位置與制度特徵。

貳、福利國家的類型學與分析概念

早期福利國家的類型學，從最早Wilensky and Lebeaux(1965)提出的「殘補式」
(residual model)與「制度式」(institutional model)，到Richard Titmuss(2001)提出
的 「 殘 補 福 利 模 式 」 (residual welfare model) 、 「 工 業 成 就 表 現 模 式 」
(industrial-achievement performance model)、和「制度性再分配模式」(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 model)，最後到Esping-Andersen(1990)提出的三個福利資本主義世界，
也就是「自由主義模式」(liberal model)、「保守組合主義模式」(conservative corporatist
model)、「社會主義模式」(socialist model)的分類架構，可說是確立了早期福利國家研
究類型學的典範，不但這個分類架構與其所根據的分析概念與評量原則被廣泛引用，後來
興起的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研究，也幾乎都從這個研究典範開始討論與進行修正。

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國家類型學基本上是從階級政治的權力資源觀點發展
出來的（Esping-Andersen, 1985; Korpi, 1998），此一觀點強調勞動與資本的權力平衡，
而不同的福利國家體制受到不同的階級聯盟所形塑，並反過來影響未來的勞資權力關係與
社會階層化發展，而福利國家影響勞資權力關係的重要關鍵便是勞動力的「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Esping-Andersen最大的貢獻是不僅提出福利國家分析的重要概念
與架構，而且發展出實證研究的測量指標，對18個OECD國家進行跨國比較。他用「年金方
案數目」與「政府文官年金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比」作為測量保守組合主義模式的
指標，用「社會救濟支出佔全體社會支出的比率」和「私人年金支出和私人醫療支出佔總
體支出的比率」作為測量自由主義模式的指標，用「醫療、失業、和老年年金方案涵蓋勞
動人口的百分比」和「上述三種方案最低給付與最高給付的比例」作為測量社會主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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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傅立葉(1994)曾經根據上述Esping-Andersen(1990)的測量指標與研究發現，對台
灣實施全民健保前的國家福利體制進行探討，結果發現與這些經濟先進國家比較，台灣福
利制度的最大特徵，並非一般人認為的自由主義模式的殘補式福利，而是保守組合主義模
式中的等級主義(etatism)表現（亦即政府文官的特殊優厚待遇），其得分尚且比德國、義
大利、日本等典型的保守組合主義國家還要高，而僅次於愛爾蘭、比利時等國家。

當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國家類型學逐漸成為福利國家研究的典範並被廣泛
引用與討論後，若干福利國家比較研究認為這三種模式不足以涵蓋或區分所有的福利國家
類型，例如Korpi and Palme(1998)針對福利國家中的社會保險制度進行分析並建構出五種
模式：「標的模式」(targeted model)、「國家組合主義模式」(state-corporatist model)、
「基本安全模式」(basic security model)、「統包模式」(encompassing model)、和「志
願國家支持模式」(voluntary state-supported model)。甚至Esping-Andersen(1997)本
人也某種程度同意除了他原先提出的三種福利國家體制外，還有其他模式，例如東亞模式、
地中海模式、甚至是第四種模式「基進的福利國家體制」的提出，然而這些研究大都是基
於實證研究的發現而對原來的分類架構進行修正，並未為福利國家的討論帶來理論上或分
析概念上新的突破，基本上仍是延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以勞動市場為核心議題進行的研究
(Pierson and Castles, 2006)。真正對Esping-Andersen的福利國家類型學帶來嚴重挑戰，
導致福利國家研究典範轉移的力量，則是伴隨女性主義研究發展而來的性別觀點的福利國
家研究。

女性主義研究關心的是性別的不平等，他們認為對女性而言，生活中的壓迫並非只來
自於資本家控制的勞動市場，更重要的是性別化的勞動分工(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以及工作與家庭領域的區分，所導致的性別權力關係的不對等(Okin 1989, Fraser 1998)。
因此，Esping-Andersen(1990)的福利國家分析架構遭致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的批評，主要
包括：以所得保障方案為基礎的分析太狹隘，忽略了照顧的議題；只聚焦於國家與市場的
關係，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以男性工人為常模的階級政治的分析，忽略了女性的特殊的
社會處境與生命歷程等(Bussemaker and van Keesbergen 1994; Orloff 1993; Lewis 1992,
1997; Lewis and Ostner 1995; Hobson 1991; Sainsbury 1994, 1996; Shaver 1989；傅
立葉，1995; 2002)。也有學者更進一步指出福利國家研究已從「研究福利國家中的女性」，
轉變成「性別化福利國家體制 (gendering the welfare state regimes) 」的研究，也就
是從性別的觀點另外發展對福利國家的分析概念與分類架構（O’Connor, 1996）。

女性的經濟獨立與自主是女性主義學者在修正Esping-Andersen的分析架構時的第一
個思考方向。例如Orloff (1993) 指出根據Esping-Andersen的分析，勞動力的去商品化是
工人階級對抗資本控制的重要權力資源，因此也是福利國家的重要目標。但是對女性而言，
由於其主要勞動力仍受限於無酬的家務勞動，且成為女性的經濟依賴與父權控制的重要基
礎，因此福利國家的目標必須同時追求勞動力的商品化，因此還須增加「取得有薪工作的
可近性」、以「建立與維持自主家戶的能力」兩個面向，做為檢視女性與福利國家之間關
係的指標。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勞動市場的男性養家的家庭工資概念，以及由此衍生的的
社會福利制度設計，使女性以附屬於男性家計負擔者的眷屬身份獲得社會權保障的狀況，
是造成女性次等公民地位與性別權力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因此從性別權力關係以及社會公
民權保障的觀點，將福利國家重新分類，例如Lewis (1992)將福利國家分為三個模式：「強
烈養家模式」(strong breadwinner model)、「中間養家模式」(intermediary breadwinner
model)、和「微弱養家模式」(weak breadwinner model)；Sainsbury(1996)則將福利國家
分為兩個類型：「男性養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和「個人模式」(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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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作為探討性別平等與福利國家關係的分類架構。

延續上述對家庭工資與社會公民權的探討，Fraser(1994)認為到了後工業社會，男性
養家模式已經很難維持，很少家庭能依靠單一薪資維持家計，女性就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家庭的型態也越來越多元。在這種狀況下，根據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結構與家庭工資概念建
構的福利國家必須重新建構(restructuring)。而從性別平等的觀點，重新建構福利國家的
途徑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普遍養家者模式」(the universal breadwinner model)，倡
導此種模式的可以美國的自由派女性主義運動為代表，其主要目的是去除所有女性的就業
障礙，使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成為家計負擔者而享有公民工人的社會權保障。此一模式強
調的福利國家措施包括提供幼兒與老人照顧的福利服務方案，以及禁止性別歧視與性騷擾
等就業平等法案。第二種模式是「照顧者等同模式」(the caregiver parity model)，倡
導此種模式的可以西歐國家的女性主義為代表，他們主張透過支持家庭中的非正式照顧工
作，使全職家庭照顧者能和薪資勞動者一樣獲得報酬來達成性別平等，因此其強調的福利
措施包括照顧者津貼，以及照顧者的社會保險保障。第三種模式是「普遍照顧者模式」(the
universal caregiver model)，此種模式大致上可以瑞典為代表，這是針對舊有福利國家
的解構(deconstructive)，強調後工業社會的制度設計應以女性現有的生活形態為常模，
而讓男性可以和女性一樣兼顧負擔家計和家庭照顧的責任。此種福利國家模式的要務，是
在制度上破除賺錢養家和家庭照顧的區隔與對立，以及文化上的性別角色分工與異性戀核
心家庭的預設。其一方面主張提供部分的家庭非正式照顧支持，將照顧工作整合到與就業
者相同的單一社會保險體系，並修改勞動條件制度以配合家庭照顧需求；另一方面也主張
由國家資助公民社會的社區照顧活動，以打破官僚化公共福利機構與私人親密照顧活動的
對立，並使社會參與不再侷限於有酬的正式就業。此外，Fraser並強調發展「普遍照顧者
模式」的福利國家有一個重要的政策關鍵，亦即必須抑制貧窮單親母親逃避就業，和男性
就業者推卸家庭照顧責任的搭便車現象，才能瓦解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和消除貧窮女性
化的現象。

比較上述三種福利國家模式的性別平等化效果，Fraser認為第一種模式和第二種模式
雖然在消除女性貧窮和對女性的剝削上有良好貢獻，但是有其他缺陷。在「普遍養家者模
式」中，由於家庭照顧與家務工作不可能完全由公共服務取代，就業的女性仍常較男性負
擔較多的家務勞動，因此對於達成「兩性休閒時間的平等」上效果很有限。此外，由於制
度設計是以男性的賺錢養家角色為常模，無法提升和肯定原本由女性從事的照顧者角色與
價值，容易落入「男性中心主義」(androcentrism)的陷阱。而在「照顧者等同模式」中，
由於國家提供的照顧者津貼往往難以和勞動市場中的工作報酬相提並論，因此對於達成「兩
性所得的平等」的效果很有限。而且由於全職的家庭照顧者被羈絆在與社會隔離的家庭場
域中工作，缺乏社會連結與社會參與，因此無法消除「女性的社會邊緣化」現象。只有「普
遍照顧者模式」能夠重新建構一個能夠整合賺錢養家、家庭照顧、社會參與、和私人休閒
的公民生活世界，達成真正完全的性別平等。

除了從社會公民權的角度探討性別平等與福利國家體制的關係外，也有學者試圖從性
別觀點發展對於福利國家新的分析概念。例如Lister(1994)與McLaughlin and Glendinning
(1994)指出福利國家的「去商品化」，必須伴隨著「去家庭化」(de-familialization)的
發生，才能帶給婦女解放。此一觀點亦為Esping-Andersen所接受，因此在其後來出版的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1999)一書中，除了提出家庭/市場/
國家三者互動的新的分析架構外，並指出在比較分析福利國家的差異時，「去家庭化」的
概念和「去商品化」同等重要。Esping-Andersen認為所謂的「去家庭化」是和「家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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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概念，後者源自於保守基督教的意識型態，在政策上強調將家庭的福利責任極大化，
即使在個人的家庭或初級社會關係網絡失能時，公共的介入仍然非常有限，這也是為什麼
家庭主義常伴隨著非常被動和低度發展的家庭政策。而去家庭化則是在政策上減少個人對
家庭的依賴，使個人擁有最大的經濟資源而無須依賴婚姻或家庭中的交換關係獲得保障。
去家庭化程度越高的福利體制，會透過政策的福利供給讓家庭負擔其成員福利的責任越
小。由於女性常受限於傳統的家庭照顧責任而無法工作取得經濟獨立，因此去家庭化對女
性尤其重要。Esping-Andersen進一步指出去家庭化並非反家庭(anti-family)，相反的它
指稱的是家庭的福利與照顧責任從家戶中被解放的程度，無論此種解放是透過福利國家的
社會政策，或是市場的供給。而家庭主義也不應和支持家庭(pro-family)的概念混淆，雖
然在美國支持家庭的政策常意味著保守基督教派嘗試恢復傳統家庭價值的努力，但是在北
歐，許多對女性友善的福利措施亦被視為支持家庭的社會政策。

Esping-Andersen(1999)提出的新的福利國家分析架構與概念，雖然未直接將照顧政策
作為福利國家研究的核心，但無形中已將照顧議題帶入成為福利國家比較研究的重要議
題，甚至其所建構的四個測量去家庭化的指標，包括政府整體服務供給的承諾（非健康性
之家庭服務支出佔GDP的比例）、 國家對育有兒童之家庭的承諾（家庭津貼以及稅賦減免
的總數）、公共兒童照顧服務的普及程度、以及對老年人提供的照顧服務（65歲以上老人
接受居家服務的比例）等，都和照顧政策有關。換言之，照顧政策已經成為福利國家研究
的新興核心議題，而家庭主義或去家庭化也成為研究照顧政策的重要概念。

然而照顧的去家庭化路徑有兩種方向，一個是市場化，一個是公共化。Esping-Andersen
認為除了保守主義國家明顯偏向家庭主義外，自由主義國家的去家庭化方向主要是市場
化，而北歐等社會民主國家主要是公共化，這兩種去家庭化的方向不同，所產生的去家庭
化程度與社會平等化效果也不同。市場化的照顧服務體系由於所得越高的家庭越有能力購
買較好與較多的照顧服務，不但造成照顧的階層化，且由於所得偏低的家庭無力購買照顧
服務，進一步限制了社會整體的去家庭化效果（Esping-Andersen, 1999; Leitner, 2003;
Schleutker, 2006；Woods, 2006）。這也是為什麼Esping-Andersen使用上述四個指標檢
驗三個自由主義國家、三個社會民主國家、三個保守主義國家、兩個南歐國家和日本的結
果，發現這十二個國家明顯分為兩類：一組是去家庭化程度非常高的北歐三國，其他國家
則為另一類。

然而從性別平等的觀點，福利國家對家庭照顧介入的策略，不只是去家庭化，也包括
再家庭化(re-familization)（見王舒芸，2007）。因為如同前述Fraser(1994)所強調的，
真正能達成性別平等的福利國家模式，必須同時讓男性也參與照顧的活動與責任。例如北
歐等社會民主國家，由於強調女性的勞動參與和鼓勵雙薪與雙照顧者的家庭模式
(dual-earner/dual-carer model)，除了提供公共化的照顧服務外，也提供家庭照顧假以
平衡勞動者的工作與家庭照顧需求，尤其是瑞典跟芬蘭的育嬰假政策非常強調父職假的推
動，此種再家庭化策略將照顧責任某種程度移轉給父親，因此一方面把父職角色家庭化，
同時也把母職的角色去家庭化（Schleutker, 200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再家庭化的強
度與作法不同，可能反映完全不同的政策意圖與效果。例如西歐右派的政黨傾向提供津貼
和社會保險給全職家庭照顧者，其目的是為了延續工業資本主義的家庭模式，將照顧的勞
務責任保留在家中，藉此維持傳統女性的母職角色(Ellingsater & Leira, 2006)。此種再
家庭化的策略也就是前述的「照顧者等同模式」的實踐，性別平等化的效果有限。

由於考慮到國家可以同時有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兩種策略，而其政策的強弱程度也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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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因此Leitner (2003)便根據這兩種政策的強弱程度區分為四類家庭主義的模式：明顯
家庭主義(Explicit familialism)、隨意家庭主義(Optional familialism)、含蓄家庭主
義(Implicit familialism)、以及去家庭主義(De-familialism)。此外，Leitner更進一步
將家庭主義區分為「性別化的家庭主義」（gendered familialism）和「去性別化的家庭
主義」(de-gendered familialism)，前者指維持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家庭制度，後者指打
破性別角色分工的家庭制度。Leitner也發展出一些測量指標，包括育嬰假的現金給付水
準、兒童照顧的供給程度、老人照顧的現金給付、老人居家服務等，對歐盟國家進行比較
研究，結果認為德國、義大利、盧森堡屬於性別化的明顯家庭主義，法國屬於性別化的隨
意家庭主義，丹麥與瑞典屬於去性別化的隨意家庭主義，芬蘭、比利時屬於混和的隨意家
庭主義，奧地利屬於混和的明顯家庭主義。

以照顧議題為核心，考慮到去家庭化的方向，隱含再家庭化的策略，並結合社會公民
權建構與性別平等分析概念的福利國家研究，是Korpi(2000)的著作。Korpi 試圖整合所有
與性別不平等相關的制度政策，並試圖將性別不平等與階級不平等的討論分開處理，提出
了三種以性別分析為基礎的福利國家分類：「一般家庭支持」模式(General Family
Support)、「雙薪支持」模式(Dual Earner Support)、和「市場取向」模式(Market Oriented
Policies) 等 。 Korpi 不 僅 從 性 別 觀 點 提 出 福 利 國 家 的 分 類 架 構 ， 且 模 仿
Esping-Andersen(1990)的作法發展出各種模式的測量指標。他提出的對於「一般家庭支持
模式」的測量指標包括：普及式兒童津貼、幼兒與未就業配偶的賦稅減免、三歲以上兒童
的公共托育服務；對於「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測量指標包括：兩歲以下幼兒的公共托育
服務、有給產假、有給親職假、以及公共的老人居家服務。Korpi認為這兩種模式代表福利
國家提供女性社會權保障的不同途經，前者反映國家支持傳統的家庭模式與性別色分工，
後者反映國家鼓勵女性的勞動參與以及社會與家庭中照顧工作的重新分配。至於第三種「市
場取向模式」，則是將性別關係放任給市場和家庭決定，因此以上兩種模式指標得分都很
低的國家便是此種模式。Korpi採取上述指標對18個OECD國家進行比較的結果，發現屬於「市
場取向模式」的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紐西蘭、瑞士、英國和美國；屬於「雙
薪家庭支持模式」的國家包括：丹麥、瑞典、芬蘭、和挪威；屬於「一般家庭支持模式」
的國家包括：比利時、德國、法國、義大利、奧地利、愛爾蘭、和荷蘭。但其中法國和比
利時由於「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評量分數也頗高，因此可以看成是「一般家庭模式」和
弱「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混合。

Korpi(2000)的研究另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不僅發展出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類型學與測
量指標，而且也像Esping-Andersen(1990)一般，提出一套從形塑影響不同模式福利國家發
展的因素、中介的福利國家政策制度、到福利制度的社會效果等完整的政治經濟分析與解
釋。Korpi認為影響上述三種福利國家模式發展的主要因素，除了政黨政治之外，主要有兩
股力量，一個是教會或宗教團體，一個是女性主義或婦女運動。而在多數國家，女性主義
者多半並未組成新的政黨，而是選擇從外部或內部不同管道去影響既存政黨的政策。但是
宗教團體則不然，由於歷史的因素，在歐洲許多國家有所謂的天主教政黨或是以宗教團體
為基礎的政黨（confessional party），這些政黨成為政治經濟分析中，從左派到右派的
光譜之外的另一股保守的政治力量，而這股政治勢力對於家庭意識型態的形塑特別具有重
要的影響力。由於天主教對於傳統的家庭模式與性別角色分工的堅持，也就是前面所說的
家庭主義的意識型態，因此天主教政黨在國會中的所佔的席次和執政期間的長短，成為影
響與性別有關的政策制度的重要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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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性別觀點的台灣福利國家體制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從性別觀點分析福利國家，較過去階級分析觀點的福利
國家研究更為複雜。傳統的福利國家研究聚焦於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但從性別的觀點而言，
家庭也是權力與資源分配的重要機制，對女性生活福祉的影響更為直接而重要，因此必須
將其納入政治經濟分析的架構，同時探討其與國家、市場三者之間的互動，三角關係更為
複雜。傳統的福利國家目標是「去商品化」，但是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福利國家同時也在追
求「商品化」（去除女性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的障礙）。固然「家庭主義」是女性主義的
敵人，但追求性別平等的策略包括「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而「去家庭化」又可以
有兩種（甚至三種）方向：市場化與公共化（後者有時又可進一步區分為括國家或第三部
門）。由於上述分析概念與架構的複雜性，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福利國家與性別平等
的關係，因此也產生不同的福利國家類型學。我們將前述學者曾經提出過的性別觀點的福
利國家類型學，摘要整理如下表：

表格 一：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類型學
作者(年代) 模型分類 有無測量指標

Lewis(1992) 強烈養家、中間養家、微弱養家 有
Fraser(1994) 普遍養家者、照顧者等同、普遍

照顧者
無

Sainsbury(1996) 男性養家模式、個人模式 無
Esping-Andersen(1999) 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 有
Korpi(2000) 一般家庭支持、雙薪家庭支持、

市場取向
有

Leitner(2003) 明顯家庭主義、隨意家庭主義、
含蓄家庭主義、去家庭主義；
性別化家庭主義、去性別化家庭
主義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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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從以上的福利國家類型學中，找出最適當的分析架構來探討台灣的福利國家
體制。首先，Lewis(1992)的分類模式主要反應家庭工資與家庭主義意識型態，及其對女性
獨立自主的公民權的傷害程度，但無法反映國家因應後工業社會結構變遷所採取的策略，
以及「去家庭化」的方向。Sainsbury(1996)雖然提出「個人模式」作為和「男性養家模式」
的相對模式，但什麼是個人？是以男人還是女人作為常模？此種去社會脈絡的個人主義式
的分析概念是其最大缺陷。Fraser(1994)的分析模式是針對Sainsbury(1996)分析方式最好
的修正，也可能是最被廣泛引用的女性主義福利國家類型學。但是其對跨國比較的實證研
究而言，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提出一套具體的測量指標。此外，其所提出的「普遍養家者模
式」和「普遍照顧者模式」雖然在抽象概念上可以區分，但是在現實生活經驗中，就性別
平等的實踐而言，兩者難以分割。因為從個人與家庭的角度而言，當國家的政策制度預設
所有男性和女性公民為家庭照顧者的同時，必須同時預設所有女性和男性公民也是工作賺
錢養家者，雙薪(dual earner)與雙照顧者(dual carer)是一體的兩面，在實踐上難以區別。
至於Esping-Andersen(1999)的作品，雖然在分析架構和分析概念上，從性別分析的觀點而
言趨於完整，也提出若干具體的測量指標，但是其缺點是模型名稱仍保留「自由主義」、
「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等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分析概念，彷彿根據性別觀
點的福利國家分析和根據階級分析觀點的研究，無須區別。Leitner(2003)的貢獻是同時考
慮到家庭化與去家庭化兩種策略的強度，並提出「性別化」和「去性別化」的家庭主義區
別，但是這也使得他的分析架構變得過於複雜，雖然他也發展出一些測量指標，但是由於
過於複雜的討論方式和分類架構，使得後人很難應用複製他的分析方法從事另一項跨國比
較研究。上述研究中，Korpi(2000)的著作可以說是在分析架構上大致完整，也有具體的測
量指標，因此最能夠被複製應用於其他實證比較研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後來有些研
究（例如Hobson and Olan, 2006），採取Korpi的分析架構進行跨國比較研究。其實Korpi
的研究某種程度亦可對應到Fraser(1994)建構的三種模式，其所提出的「雙薪支持模式」
其實就是Fraser(1994)的「普遍照顧者模式」，亦即政策上支持男性和女性一樣兼顧賺錢
養家和家庭照顧的角色；而其所提出的「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大致上相當於Fraser(1994)
的「照顧者等同模式」，亦即政策上支持女性留在家中從事照顧工作，以維持傳統的性別
角色分工。由於上述評估結果，本文決定採取Korpi(2000)建構的福利國家分類，作為比較
分析台灣與其他經濟先進國家的主要架構。

當然，所有的研究都有其缺陷，Korpi的研究亦並非沒有可被批評之處。首先，Korpi
只發展出「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和「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測量指標，以反映國家政策對
照顧勞務重新分配和性別分工的兩種不同干預方向，但是對於放任性別關係由市場與家庭
決定的「市場取向模式」，則僅以上述兩種模式指標得分都偏低的結果來代表，未能進一
步探討市場與家庭的互動情形與對性別關係產生的影響。不過，關於這點Korpi似乎有其正
當的理由，他認為福利國家的定義是國家的干預，因此缺乏國家干預下的市場與家庭的互
動，並非福利國家比較的範圍。其次，Korpi提出的對於「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測量指標，
缺乏較積極的家庭照顧者津貼政策的測量，而「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指標，也缺乏對幼
兒以外的家庭照顧假的測量。當然，未納入這些指標有可能是受限於跨國比較資料可得性
的緣故。但是其「一般家庭支持模式」模式的指標包括「三歲以上兒童使用公共托育服務
的比率」，一般人通常會認為這項指標代表的是「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政策，Korpi何以
將其作為「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測量？是否認為支持家庭主義的國家通常也支持較年長
幼兒接受機構托育或學齡前入學？其理由為何？是否與天主教在教育政策上的影響有關？
這點Korpi並未加以說明。最後，Korpi的分析是以所有指標得分加總的排序來區分三種模
型，但是若是我們將各項指標分開個別觀察，則會發現若干指標測量的模型內部差異性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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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請參見下面本文的分析），這也可能使得根據這些指標的模型分類說服力降低。不過，
縱使Korpi的研究有上述缺陷，但仍是目前為止最佳與最可行的實證研究分析架構，因此本
研究大致上仍根據其發展出來的測量指標與分類模型，對台灣與18個OECD國家進行比較分
析。但由於Korpi在其文章中並未詳細說明其如何將各個指標得分加總以產生各模式中的國
家排序，因此我們無法複製這個動作，只能針對其所提出的各項指標作個別的觀察與討論。

表三是根據Korpi(2000)對於「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指標測量結果。我們發現台灣在
「兒童津貼」和「幼兒與未就業配偶的家庭賦稅福利」這兩項指標的得分和許多市場取向
模式的國家一樣都是零，至於第三項指標「三歲以上兒童使用公共托育服務的比率」，台
灣的數值是19.7%，僅高於美國的14%。但是台灣的公共托育服務意義和歐美國家不同，後
者的公共托育意謂著免費或極少費用的服務，但是台灣的公共托育僅是指由公立托兒園所
提供的服務，本質上仍是付費的服務，和市場提供的商品相去不遠。因此若採取嚴格定義
的公共托育照顧，則台灣的得分應該是零，也就是低於所有國家的得分。綜合三項指標的
得分來看，台灣在「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排名顯然敬陪末座。過去有學者的研究曾經批
評台灣的福利政策呈現強烈的家庭主義意識型態（胡幼慧，1997），但從此一分析看來，
台灣政府官員對傳統家庭價值的強調其實只是作為國家不干預的藉口，和其他經濟先進國
家相較，台灣的政府對於傳統家庭模式與性別角色分工的維護，並未採取任何積極的行動
與作為，並非「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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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二：「一般家庭支持」模式測量指
標普及式兒童津貼佔
平均薪資比率1

幼兒與未就業配偶賦
稅減免2

三歲以上兒童公共托
育率3

「一般家庭支持」
模式國家
愛爾蘭 US$2,628 8 % of AW N.A. N.A.
義大利 0 0 88%
荷蘭 US$1,488 3 % of AW US$384

2.8% of GNP
53%

比利時 US$1,739 3 % of AW US$1,118
8.7% of GNP

95%

德國 US$2,530 4 % of AW 0 78%
奥地利 US$2,986 6 % of AW N.A. N.A.
法國 US$979 2 % of AW US$699

4.9% of GNP
95%

平均 3.7 % of AW 3.3% of GNP 81.8%
「雙薪家庭支持」

模式國家
挪威 US$1,987 3 % of AW US$342

1.7% of GNP
40%

丹麥 US$2,306 4 % of AW 0 85%
芬蘭 US1,643 3 % of AW US$198

1.2% of GNP
59%

瑞典 US$1,865 4 % of AW 0 79%
平均 3.5% of AW 0.7% of GNP 65.8%

「市場取向」
模式國家
日本 0 N.A. N.A.
澳洲 0 0 26%
瑞士 US$1,950 3 % of AW N.A. N.A.
英國 US$1,883 3 % of AW 0 38%

紐西蘭 0 N.A. N.A.
美國 0 US$685

3.3 % of GNP
14%

加拿大 0 US$851
5.4 % of GNP

35%

平均 0.9% of AW 2.2% of GNP 28.3%
台灣 0 0 19.7% (0)

1 OECD 國家資料來源為：OECD Directorate of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Family Database-PF3
Family cash benefits http://www.oecd.org/dataoecd/62/5/41917645.pdf
2由於該指標在 OECD.Stat Extracts 等相關網站沒有統計，因此引用 Korpi(2000)所使用之相同資料來源：Gornick
et al (1997).
3資料來源同 2。（OECD Stat Extract 等相關網站只有 3-5 歲兒童托育率的統計，無法獲得使用公共托育服務
的資料）。台灣資料來源為作者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與內政部的相關統計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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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是對「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測量結果。就第一項指標「兩歲以下幼兒使用公共
托育服務的比率」而言，台灣的得分是零，也是敬陪末座。至於第二項指標「有給產假、
育嬰假、和陪產假」的測量，台灣由於 2008 年方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的修正，開始實
施育嬰假，使得這項指標的得分大為提升，表現較部分「市場取向模式」國家良好。另外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台灣的產假和陪產假期間較大多數國家（包括「市場取向模式」
的國家）要短很多，雖然領取的給付薪資替代率較大多數國家為高。至於第三項指標「使
用公共老人居家服務的比率」，台灣的得分僅比最低分的義大利稍高，為倒數第二。綜合三
項指標的得分情形來看，台灣的表現雖然較上一模式稍好，但大致上仍是落在「市場取向
模式」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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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三：「雙薪家庭支持」模式測量指標
二歲以下幼兒

公共托育服務比例1
有給產假、育嬰假、陪產假2 公共老人

居家服務3

比例 產假 育嬰假 陪產假
「雙薪家庭支持」模式國家

挪威 12% 100% x 9weeks 80% x 48weeks 75% x 8weeks 17%
丹麥 48% 100% x18weeks 100% x 32weeks 100% x 2weeks 12.9%
芬蘭 32% 96.6% x 17.5weeks 23% x156weeks 71.3% x 8weeks 7.4%
瑞典 32% 80% x 12weeks 73.3% x 72weeks 79.5% x 11.7weeks 9.8%
平均 31% 94.2%x14.1weeks 69.1%x77weeks 81.5%x7.4weeks 11.8%

「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國家
愛爾蘭 N.A. 37.9% x 48weeks N.A. 0% x 14weeks N.A.
義大利 5% 76.2% x 21weeks 30% x 12weeks N.A. 0.6%
荷蘭 2% 100% x 16weeks N.A. 100% x 0.4weeks 13.1%
比利時 20% 75.3% x 15weeks 21.7% x 12weeks 60% x 2weeks 5.8%
德國 2% 100% x 14weeks 66.9% x 52weeks N.A. 6.6%
奥地利 N.A. 100% x 16weeks 16.1% x104weeks 100% x 0.4weeks 13.8%
法國 20% 100% x 16weeks 19.9% x156weeks 100% x 2weeks 3.5%
平均 9.8% 84.2%x20.9weeks 30.9%x67.2weeks 72%x3.8weeks 7.2%

「市場取向」模式國家
日本 N.A. 60% x 14weeks 60% x 52weeks N.A. 9.8%
澳洲 2% 0% x 6weeks 0% x 52weeks N.A. 3.3%
瑞士 N.A. 80% x 16weeks N.A. N.A. 12.3%
英國 2% 23.8% x 39weeks N.A. 15% x 2weeks 6.9%
紐西蘭 N.A. 50% x 12weeks N.A. N.A. 12.5%
美國 1% 0% x 12weeks N.A. N.A. N.A.
加拿大 5% 55.3% x 15weeks 55.1% x 35weeks N.A. N.A.
平均 2.5% 38.4x16.3weeks 38.4%x46.3weeks 15% x 2weeks 9%
台灣 0% 100% x 8weeks 60% x 52weeks 100% x 0.4weeks 1%

1 由於該指標在 OECD.Stat Extracts 等相關網站沒有統計，因此引用 Korpi(2000)所使用之相同資料來源：Gornick et al (1997)。（OECD 等相關網站資料為 0-2 歲幼兒的托育
率，無使用公共托育服務的資料。）
2 OECD 國家資料來源：OECD Directorate of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Family Database - PF7 Key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leave systems
http://www.oecd.org/dataoecd/45/26/37864482.pdf。奧地利育嬰假母親最長期限 96weeks，法國育嬰假母親最長期限 143weeks，日本育嬰假母親最長期限 44weeks，澳洲育嬰
假母親最長期限 46weeks。台灣育嬰假母親最長期限 26weeks。
3 OECD國家資料來源：OECD Directorate of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Society at a Glance 2009 - OECD Social Indicators- Long-term care recipients
http://ocde.p4.siteinternet.com/publications/doifiles/812009011P1G043.xls
台灣資料為根據內政部統計年報-老人福利服務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4-16.xls 計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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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和18個OECD國家比較，台灣的福利體制主要呈現的是
「市場取向模式」的特徵，並非有些人可能預期的反映傳統家庭主義意識型態的「一般家
庭支持模式」。而近年來由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法與修正，育嬰假、陪產假等配合家庭
照顧需求的相關勞動條件的實施，使得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稍微向「雙薪家庭支持模式」
的方向前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另一項重要政策指標：公共化
照顧的提供，台灣的表現極差，甚至遠不如多數的「市場取向模式」國家。這時我們如果
引用「去家庭化」與「再家庭化」的概念來討論，可以看得更清楚。台灣近年來育嬰假、
陪產假、家庭照顧假等性別工作平等政策的實施，可以說是一種「再家庭化」的策略，但
是缺乏國家「去家庭化」的政策作為基礎。如果引用Fraser(1994)的分類架構，這樣的國
家福利體制，就如同忽略和跳過「普遍養家者模式」的政策作為，直接進入了「普遍照顧
者模式」的策略措施，此種福利體制的性別平等化效果如何，留待下節討論。不過由此也
可說明，「普遍照顧者模式」須有「普遍養家者模式」作為基礎，方能達成目的，兩者在
實踐上不可分割。

肆、台灣國家福利體制的因與果

從性別的觀點而言，台灣的國家福利何以發展成「市場取向模式」的福利體制？這不
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問題，也無法在此深入討論。但是由於Korpi(2000)建構的福利國家類型
學，對於影響形塑不同福利國家體制發展的主要因素，也提出了重要的解釋。本文既然採
用了Korpi的分析架構來分析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因此也不妨在此根據Korpi的假設，對
於造成台灣福利體制發展成為「市場取向模式」的可能重要因素，作初略的探討。

如同前面第一節所述，Korpi(2000)認為從性別的觀點而言，影響上述三種福利國家模式發
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政黨政治，另一方面是兩股社會力量：宗教團體與婦女運動。而
後者對於國家政策的影響，主要仍是透過政黨政治的運作進行的。而在政黨政治中，以宗
教團體為基礎的政黨（confessional party）對於與性別有關的政策制度的影響尤其重要。
表四是 Korpi 對於政黨的政治影響力與福利國家模式間的關係的分析，由此表可以看出，
以宗教團體為基礎的政黨影響力測量得分較高的國家，除了瑞士是「市場取向模式」外，
其他國家都是「一般家庭支持模式」；而「市場取向模式」的國家，除了前述的瑞士外，這
個變項的得分都是零，也就是缺乏以宗教團體為基礎的政黨影響力。至於「雙薪家庭支持
模式」的北歐四國，芬蘭和瑞典的這個變項的得分也是零，而丹麥和挪威雖然有得分，但
分數都遠低於「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國家，顯示宗教團體政黨的影響力很有限。此外，
我們也可以從此表發現「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國家，都是左派政黨得分很高的國家，而
「市場取向模式」的國家，左派政黨的得分都偏低。由此可見，即使從性別的角度分析，
以階級動員為基礎的左派政黨影響力仍是一個影響福利國家體制發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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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四：政黨的政治影響力7與福利國家模式
國家 宗教團體政黨 保守中間政黨 左派政黨 福利國家模式
愛爾蘭 95 0 24 一般家庭支持
義大利 86 47 44 一般家庭支持
荷蘭 80 41 34 一般家庭支持
比利時 69 38 46 一般家庭支持
瑞士 66 73 55 市場取向
德國 55 57 37 一般家庭支持
奥地利 48 6 75 一般家庭支持
法國 22 77 28 一般家庭支持
加拿大 0 100 0 市場取向
美國 0 100 0 市場取向
日本 0 99 3 市場取向
紐西蘭 0 68 20 市場取向
英國 0 67 42 市場取向
澳洲 0 60 24 市場取向
挪威 14 22 73 雙薪家庭支持
丹麥 4 54 63 雙薪家庭支持
芬蘭 0 78 56 雙薪家庭支持
瑞典 0 28 80 雙薪家庭支持

7 政黨的政治影響力測量方法為 1946-1985 年期間，各政黨所占國會席次比例與執政時間比例之平均，單位為
百分比。資料來源:korpi(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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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對福利體制影響的角度分析，台灣的情況為何？首先我們可
以確定的是台灣並沒有以宗教團體為基礎的政黨影響力，在這個指標上，台灣和其他「市
場取向模式」的國家一樣是零。但是台灣是否有左派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呢？台灣雖然曾經
有工黨、勞動黨、社會民主黨等名稱看似是左派的政黨，但是這些政黨從未有過執政機會，
甚至無力取得國會席次。那麼台灣目前主要的兩大政黨呢？根據學者的分析，國民黨在創
黨初期所強調的三民主義其實是帶有些許社會主義色彩的。但其早期所揭櫫的許多政治理
念，甚至是以此為基礎建構的許多憲法內容，在其政權來到台灣後並未實現，若干福利政
策的實施主要是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傅立葉，1993）。而到了一九八０年代後台灣政治民
主化的初期，由於其執政期間閣揆明白宣示反對福利國的主張，以及長期被認為向資本傾
斜的政策與政商關係，因此被視為右派保守的政治勢力。而由部分早期推動台灣民主化重
要政治力量所組成的民進黨，由於曾經提出過福利國的主張，也被認為較國民黨重視福利
與分配正義，且 2000 年政黨輪替第一次執政時總統所提出的「新中間」路線，似乎具有中
間偏左的色彩。但是也有學者的研究指出，民進黨的政治動員其實主要是沿著族群與國家
認同界線進行的，並非以階級動員為基礎（見傅立葉，2000）。因此，民進黨能否被視為左
派或甚至只是偏左的政黨，不無疑義。或許從最嚴格的左派政黨定義而言，台灣目前並沒
有左派政黨的政治影響力，這項指標的得分也是零。

由於既缺乏以宗教團體為基礎的政黨，也缺乏左派政黨的政治影響力，這某種程度很
自然的解釋了為什麼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發展落入了「市場取向模式」的分類。但是除了
政黨政治外，婦女運動者是否就沒有其他影響政策的管道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根據作
者個人的觀察，台灣的女性主義者除了和大多數國外的女性主義者一樣，透過各種方式影
響既存政黨的政策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實質影響國家政策制訂的管道，那就是各級政府
成立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行政院婦權會為例，這幾年除了積極推動「性別主流
化」（gender mainstreaming），讓政府的決策與預算分配更具性別平等觀點外，「普及
照顧專案小組」的運作更積極協助推動「學童課後照顧」、「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社
區自治幼兒園」、乃至於最近的「長期照護」政策的發展，努力引導台灣照顧服務體系的
公共化。這些行動是否能促使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逐漸轉型成為「雙薪家庭支持模式」，
尚有待觀察。這部分的討論，並非本文探討的範圍。在此提出這項觀察的目的，在突顯傳
統的政黨政治分析，不足以作為探討婦女運動對福利國家政策發展影響的基礎。因為不像
階級運動常會組成左派政黨，或是保守的宗教團體有天主教政黨或其他類似政黨的代理，
女性主義者通常並非以組織政黨作為主要的運動策略。然而過去大多數的福利國家跨國比
較研究，包括Korpi(2000)的研究在內，幾乎都是以政黨影響力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項，這樣
的分析方式容易讓婦女運動的力量變得看不見，彷彿福利國家體制的發展和婦女運動無
關。如何發展出能夠測量婦女運動影響福利國家發展的變項與指標，可能是未來性別觀點
的福利國家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談完了福利國家體制的「因」，再讓我們來看看「果」，也就是對於性別平等化效果的
討論。Korpi(2000)主要用兩種指標來分析各福利國家的性別平等化效果，一個是兩性勞動
參與率的差異，一個是對女性就業的負面態度（也就是我國社會變遷調查中的「性別角色
態度」量表）。前面這項指標主要測量兩性的社會參與與經濟平等；後面這項指標可以測量
不同福利國家體制影響下，社會中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意識型態。這些指標的測量結果整
理呈現於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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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五：男女勞動參與率差異和對女性就業負向態度表
國家 男女勞動 參與率差異(%)8 對女性就業負向態度9(%)

25-54歲 25-34歲 25-54歲 55-76歲
「一般家庭支持」

模式國家
愛爾蘭 19.7 14.6 36 58
義大利 25.8 20 34 48
荷蘭 12.2 9.5 27 46
比利時 13.5 9.3 N.A. N.A.
德國 13 14.4 38 56
奥地利 11.5 12.9 34 54
法國 11.3 12.9 N.A. N.A.
平均 15.3 13.4 33.8 52.4

「市場取向」
模式國家
日本 26 25.4 39 47
澳洲 15.5 18.3 34 49
瑞士 12.3 11.4 N.A. N.A.
英國 13.4 16.5 27 40
紐西蘭 14.4 18.3 32 47
美國 14.7 16.3 28 43
加拿大 9.5 10.4 21 35
平均 15.1 16.7 30.17 43.5

「雙薪家庭支持」
模式國家
挪威 5.8 4.6 24 49
丹麥 7.1 8.4 N.A. N.A.
芬蘭 5.4 12.5 N.A. N.A.
瑞典 5.6 7.2 18 30
平均 6.0 8.2 21 39.5
台灣 22.28 12.4 51.25

8資料來源：OECD.StatExtract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台灣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8844&ctNode=4943。
9資料來源 Walter Korpi(2000)；台灣資料來源為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執行報告，調查樣本為 18
歲以上年齡人口。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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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五我們可以得知，整體而言，「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和「市場取向模式」的兩性
勞動參與率差異是相似的，只有「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明顯較低，
有較好的性別平等化效果。此外，如果我們將「25-34 歲」這個生育與育兒年齡層的統計數
字，與「25-54 歲」的整體勞動人口統計數字做比較，則可以發現大多數國家「25-34 歲」
年齡層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較整體統計數字為大，顯示生育與育兒仍對女性的勞動參
與造成較大影響。但有幾個重要的例外，若干「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國家，包括愛爾蘭、
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等，反而「25-34 歲」年齡層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明顯較整體的
統計數字下降很多。而「市場取向模式」的日本，也有些微下降的現象。為什麼會有此種
異常的現象發生？頗值得關切。我們知道這其中有些是生育率很低的國家，尤其義大利在
所有 OECD 國家中生育率排名最後，這是否意味著這些國家的年輕世代，女性開始選擇進入
勞動市場而採取生育罷工（birth strike）？是否在缺乏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雙薪家庭的
趨勢仍無法避免？是否越來越多女性必須面臨兼顧工作與家庭照顧責任的蠟燭兩頭燒困
境？這些問題，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比較台灣和這些OECD國家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可以發現台灣「25-54歲」年齡層的
統計數字僅次於義大利和日本，顯示整體而言，台灣兩性的社會參與和經濟平等仍相當落
後。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25-34歲」年齡層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遽降到12.4%，這個
數字甚至比大多數「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和「市場取向模式」的國家同一年齡層的數字還
要低。這說明台灣的年輕世代正產生急遽的變化，而且和上述幾個有相同現象的國家比較，
這個變化更快速劇烈。

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意識型態方面，從表五可以得知大致而言，「一般家庭支持模式」
的得分最高，其次是「市場取向模式」，而「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得分明顯較低。若將
「25-54歲」與「55-76歲」兩個年齡層作比較，可以發現所有國家的老年人口，都較青壯
年齡人口有更嚴重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意識型態。觀察台灣的狀況，由於目前缺乏區分年
齡層的統計，只能以整體調查樣本（18歲以上年齡人口）的統計數字與其他國家做比較，
結果發現台灣的傳統性別角色分工意識型態較所有國家都更嚴重，得分竟然和「一般家庭
支持模式」國家的「56-75歲」老年人口相似，顯示我國在性別角色態度的平等上仍非常落
後，即使和西方較保守的國家比較，我們也幾乎落後了一個世代。

伍、結論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性別觀點探討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並透過國際比較，找出台
灣國家福利的制度特徵與相對位置。經過對不同學者提出的福利國家類型學的討論與評
估，本文最後採取Korpi(2000)的分類架構與測量指標，將台灣和18個OECD國家進行比較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在Korpi建構的「一般家庭支持」、「雙薪家庭支持」、和「市場取向」
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的模式中，台灣目前國家福利體制的位置是座落在「市場取向」模式的
類屬，而非有些人可能預期的家庭主義色彩較濃的「一般家庭支持」模式。此外，研究中
也發現，台灣近年來由於性別工作平等法的立法與修正，開始實施育嬰假、陪產假、家庭
照顧假等「再家庭化」的政策措施，使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有略向「雙薪家庭支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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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發展的現象，但是缺乏「去家庭化」的國家照顧政策作為基礎，所有公共照顧服務的
相關指標，台灣的得分都是敬陪末座。如果引用Fraser(1994)的分析概念，這就如同忽略
跳過「普遍養家者」模式的政策作為，直接進入「普遍照顧者」模式的策略措施。

本文除了探討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的取向與定位外，也略談了福利體制的因和果。跟
隨Korpi(2000)的分析腳步，從政黨政治的角度解釋福利國家體制的發展，作者認為台灣沒
有以宗教團體為基礎的政黨，也欠缺左派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發展成「市場取向」模
式的福利體制是很自然的結果。但是作者同時指出，福利國家的跨國比較研究常以政黨的
政治影響力，作為影響福利國家體制發展的自變項，此種分析方式無法反映女性主義運動
的影響力，對於強調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研究而言是嚴重的缺憾。

至於福利國家體制的性別平等化效果，在兩性的勞動參與差異方面，只有「市場取向」
模式的平等化效果明顯較好，其他兩種模式表現相似。而台灣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整
體而言表現僅較義大利和日本稍好，落後其他國家甚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台灣「25-34
歲」這個生育與育兒年齡層的兩性勞動參與率差異遽減，表現甚至比多數北歐以外的國家
還要好。若干「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的國家雖然也有這個現象，但台灣的變化尤其劇烈。
這顯示這些國家的年輕世代正產生重要的變化，此一變化的意義為何？其對女性生活和性
別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此外，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意識型態方面，
台灣的表現極差，即使和較保守的「一般家庭支持」模式國家相較，也幾乎落後了一個世
代。

當然，本文還有很多的限制。首先，本研究使用Korpi的分析模型與評量指標來探討台
灣的國家福利體制。任何分析模型與評量指標皆有其限制，這些問題在本文第貳節中已做
過詳細討論。也有人可能會質疑Korpi的分析模型與評量指標主要是根據西方福利國家的經
驗建構而成，用於分析屬於亞洲社會的台灣是否適足，這就如同若干研究東亞福利國家的
學者對Esping-Andersen(1990)的分析架構曾經提出的批判一般。然而作者認為這也正是本
研究可能產生貢獻之處，因為只有實際運用這些分析模型與評量指標進行研究，才能發現
這些模型與指標的不足之處，並開始思考建構發展新的分析模型與概念指標。例如本文發
現台灣有朝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發展的趨勢，但卻缺乏去家庭化的政策基礎，這是否有可能
是Korpi原本的分析模型與概念架構無法涵蓋的一種獨特模式？這是否也反映著東亞福利
國家體制與西方福利國家發展的不同途徑？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也期待能因此導致
新的福利國家概念架構的發展。

本文研究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跨國比較資料的不易取得。受限於資料的可得
性，本文無法發展更多的指標測量讓各種模式的討論評估更完整。而部分目前使用的指標
測量，也由於資料來源不同，無法讓所有指標測量的比較時間點完全一致。這些都是研究
者深感遺憾之處。

除了上述的研究限制外，本研究也發現許多問題有待未來的研究進一步探討。除了前
述新的福利國家概念架構的發展，以及前面幾節分析討論過程中發現的幾個研究問題之外
（例如：期待未來的跨國比較福利國家研究，進一步發展出能夠測量婦女運動影響福利國
家發展的自變項與指標；為什麼台灣與若干國家「25-34」歲的生育與育兒年齡層的兩性勞
動參與率差異，反而較整體勞動人口要低，需要進一步提出解釋等），針對從性別觀點對
台灣國家福利體制的探討，本研究還有兩點建議：一是對於為什麼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發
展成「市場取向」模式的解釋，希望未來能有更完整深入的探討，尤其是針對女性主義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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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扮演的角色、其所採取的策略與對政策的影響，能有更進一步的分析。另一個研究建議
是針對目前的國家福利體制下，所產生的性別間與性別內的階層化現象，包括婚育選擇、
工作/家庭角色認同等行為，能開始進行研究。因為這些私領域的行為與現象，過去在評估
福利國家的政策效果時較少觸及，但從女性主義的觀點而言是重要的議題，對性別關係的
影響至鉅。相信經由這些研究的努力，能讓我們對於台灣的福利國家體制發展，與其產生
的社會效果（尤其是性別平等化效果），能有更深入完整的瞭解，同時也對整體福利國家
研究領域有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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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兩性對工作與家庭角色認同之質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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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為整合性研究計畫「高齡化少子化福利國家與照顧政策：家庭照顧者就業與照
顧工作共容與永續發展」的第一個子計畫。該整合性計劃產生的背景之一，源自於對我國
社會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現象的關切。然而此一現象並非台灣所特有，許多工業先進國家也
面臨相同的問題。而有許多社會政策學者指出，其中由於生育率下降所導致的少子女化的
問題，比因平均餘命延長而帶來的人口高齡化問題，對於福利國家的永續發展影響更為嚴
重(Esping-Andersen, 1996; Castles, 2002)。因為如果生育率只是溫和下降，略低於人
口替代，尚可透過溫和的移民以及提高勞動參與率，來解決經濟生產和因人口老化的福利
支出成長的問題。但是如果生育率低於 1.6，那麼除非大規模的人口移入，否則福利國家將
很難永續(McDonald, 2002)。有人口學家進一步將低生育率的社會分為三層：1)低生育率：
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但在 1.5 以上；2)非常低生育率：生育率在 1.5 與 1.3 之間；3)最低
生育率:生育率在 1.3 以下。台灣社會目前的生育率已降至約 1.1 左右，不僅是屬於最低生
育率這一層，而且和各工業先進國家相較成為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問題之嚴重已
不容忽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從性別的觀點，對台灣的國家福利體制，以及在此體制下的個人
對工作／家庭的角色認同與生活福祉，做深入的探討，並進行國際比較研究，以了解我國
目前福利體制在國際比較上的相對位置與現況，並探討不同福利體制對於兩性工作／家庭
角色認同與身心福祉的影響。最後，我們也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建議，希望有助於
解決我國生育率日益下滑的問題，並創造兩性平等、工作與家庭共容的永續社會。

貳、福利國家體制、兩性對工作／家庭角色的認同、與身心福祉

理論上不同的福利國家體制對於女性的生育選擇（或家庭組成）與勞動參與、社會與
家庭中的照顧工作安排、以及性別角色分工與性別不平等關係具有不同的影響。若以Korpi
(2000)的分類而言，「一般家庭支持模式」由於政策上支持家庭的照顧責任與功能，因此
不利於打破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角色分工。「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由於政策上
支持兩性的勞動參與和家庭照顧工作的重新安排，有助於打破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和促成
性別平等。至於「市場取向模式」則由於放任由市場決定，則性別角色的發展可能有兩種
結果，一種是由於市場力量（包括勞動市場與照顧服務市場）的牽引打破傳統社會文化的
性別分工，因此兩性的平等仍有可能；另一種是市場力量無法改變父權的社會文化，傳統
的性別角色分工仍然持續，並因此影響市場的結構。

然而這些不同福利國家體制的政策實際作用在個人的身上效果如何？仍需要進行實證
的經驗檢驗方能得知。例如我們先前討論生育率和福利國家體制的關係時發現，「一般家
庭支持模式」的國家生育率普遍較低，這說明即便在支持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政策下，女



27

性仍選擇「生育罷工」而非扮演傳統的母職角色(Hobson and Olan, 2006)。傳統文化和宗
教的影響力，也無法解釋這種背道而馳的現象。究竟女性，甚至包括男性，其對工作與家
庭角色的認同是否仍和國家政策的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一致？生育率的下降是否意味著女
性的角色認同有了改變，進而影響其對勞動參與和家庭照顧角色的選擇？還是事實上認同
未改變，而是行為和認同間存在著更嚴重的衝突和矛盾？而在「雙薪家庭支持模式」的福
利國家，兩性是否真正平等？在這些國家中表面上性別角色分工某種程度被打破，但兩性
在工作和家庭照顧兩種角色上的質與量是否仍有差異？其身心福祉是否平等？至於「市場
取向模式」的國家，則情況更為複雜。根據Esping-Andersen (1990; 1999)的研究發現，
在高度市場取向的美國，由於照顧體系的市場化，只有較高階層的女性有能力購買照顧服
務而進入勞動市場與男性競爭，而照顧服務的商品化也連帶使得從事照顧服務的職業女
性，成為低薪、低技術、勞動條件沒有保障的工作者。由此推論，女性內部的社會階層化，
是否導致不同階層女性之間對工作與家庭照顧角色認知的不同？而其身心福祉又如何？以
上這些問題，反映了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效果之間，以及巨視觀點的社會結構
分析和微視觀點的個人經驗認知的討論之間，存在著知識理解上的落差，有待進一步的研
究予以填補，而這也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主要目的。

對於不同福利國家體制產生的性別階層化效果，目前已有若干實證研究，但這些研究
大都集中在對女性勞動市場參與、政治參與、或教育成就的分析，且分析測量的工具大都
侷限在次級整体統計資料的描述（例如：Esping-Andersen, 1999; Korpi, 2000），尚未
見到針對上述研究目的進行的跨國比較問卷調查研究。本研究之整合性計劃團隊將與國外
的研究團隊合作，針對不同福利國家體制下產生的個人對工作／家庭角色的認同，以及個
人的生活福祉，發展共同的問卷，進行全國性的調查，以便做跨國的比較研究。為什麼選
擇這兩個變項來做比較？主要理由，如前所述。既然性別觀點的福利國家研究皆認為，女
性的勞動參與和家庭照顧工作的重新安排，以及打破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是促成性別平
等的重要因素，那麼作用在個人身上就是兩性對工作／家庭角色認同的改變，以及兩性（尤
其是女性）在身心福祉上的提升。因此我們有必要從這兩個面向，進行實證研究，以實際
了解不同福利體制下的兩性處境與生活福祉。

本研究所謂的認同或角色認同是微視社會學的概念，指的是一個人對其所佔據的社會
角色或關係的自我認知，目的在回答”我是誰”。例如家庭角色的認同便包括配偶、父母
親、或子女等。不同的角色認同會影響個人對自我的期許和行為 (Burke & Reitzes,
1981) 。認同理論學者認為一個人有許多不同的認同，並依其認同的顯著性(salience)形
成層級(hierarchy)的體系，層級越高的角色認同對個人而言越重要，影響也越大(Stryker,
1968)。

角色認同的理論常被用於探討個人工作與家庭生活的衝突。許多對工作與家庭衝突的
研究認為工作與家庭帶來的多重角色會導致緊張、焦慮等負面影響（例如： Chapman,
Ingersoll-Dayton, & Neal,1994; Frone et al., 1992; Goff, Mount, & Jamison, 1990;
Hammer, Allen, & Grigsby, 1997）。但是也有許多認同理論的研究發現多重的角色認同
可以提升心理健康甚至是身體健康，因此不論男性或女性，同時兼具工作與家庭的角色皆
對其個人身心福祉有正面的影響（關於這方面大量的實證研究，見Barnett and Hyde,
2001）。不過Barnett and Hyde( 2001)也指出兼具工作與家庭多重角色對個人產生的好處，
是透過幾個中介變項進行的，包括：其中一個角色成功對另一個角色產生的緩衝作用、收
入的增加、社會支持、更多產生成功經驗的機會、更多參考團體、自我認同的複雜度增加、
夫妻更多相同的經驗、以及性別角色意識形態等。此外，他們也強調多重角色的好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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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的，過多或過重的角色負擔會產生負面影響；而角色的品質比角色的數量或在某一角
色上所花的時間還重要。當然，他們最後強調兩性在心理學上的人格差異和行為差異是很
小的，換言之，並不符合功能論社會生物演化觀點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兩性分工假設。

除了探討工作與家庭角色對個人身心福祉的影響外，越來越多研究探討兩性對工作與
家庭角色認同的內涵。例如Simon (1995)發現工作與家庭角色對女人與男人具有不同的意
義。根據其對40對已婚就業父母親的訪談分析結果，多數男人將工作與家庭角色視為相互
依賴(interdependent)和相互重疊(overlapping)的；但多數女人將工作與家庭角色視為相
互獨立(independent)和相互拉扯的。多數男人視賺錢養家等同於好丈夫和好父親，但很少
女人覺得賺錢養家是她的重要角色。換言之，男性的工作與家庭角色並不衝突，但女性的
工作與家庭角色卻難以兼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關於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研究，就如同Barnett and Hyde
(2001)所強調的，其結論都只適用於特定的歷史時空情境，因為兩性對於工作與家庭角色
的認同，是受到當時的文化規範與政策制度所形塑的。如果文化規範與政策制度不同，兩
性對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認同便可能不同，其所造成的對個人身心福祉的影響也不同。這也
是為什麼將此一議題放在福利國家研究的脈絡下，進行比較研究，具有其重要性與意義。
經由本研究的進行，可以使巨視觀點的福利國家研究，和微視觀點的個人認同與福祉探討
做結合。這樣的研究不僅目前在國內尚未看到，在國際上也不多見。

叁、研究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為深度訪談，主要是針對我國個人對工作／家庭角色的認同之
研究問題所採取的資料收集方式。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選取9對年滿25歲至45歲的受訪者
夫妻（受訪者摘要如下表六），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談內容包括其擁有的角色認
同與優先順序、其對這些角色內涵的詮釋和所賦予的意義、其對這些角色之間關係的看法、
以及這些角色對其身心福祉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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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六：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
夫妻

結婚
年數

子女數 子女年齡 其他同
住家人

受訪者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教育
程度

A 一年 一個 十一個月 - A-1 男 37 攝影記者 高職
A-2 女 37 人事部門內勤人員 高中

B 一年
半

一個 七個月 - B-1 男 31 製造業自營業者 大學
B-2 女 31 幼教 大學

C 一年 一個 一歲四個
月

- C-1 男 34 資訊業工程師 碩士
C-2 女 33 電子業 大學

D 兩年 一個 一歲四個
月

- D-1 男 34 服務業 大學
D-2 女 30 貿易公司 大學

E 五年 兩個 三歲半，一
歲半

- E-1 男 35 引擎維修技術人員 大學
E-2 女 35 學校行政人員 大學

F 五年 一個 十一個月 丈夫的
弟弟

F-1 男 39 資訊業企劃 大專
F-2 女 36 出版社編輯總監 大學

G 一年
半

一個 八個月 丈夫的
母親

G-1 男 32 工程師 大學
G-2 女 33 行政人員（目前育

嬰假）
大專

H 一年 一個 快一歲 妻子的
朋友

H-1 男 40 工程師 二技
H-2 女 34 金融保險 大專

I 一年 一個 十個月 丈夫父
母及兩
個妹妹

I-1 男 31 學校助教 博士
生

I-2 女 31 護士 大學

肆、研究結果

（壹）生命重要角色的排序

提到生命角色，多數受訪者皆表示目前最重要的角色是父母親角色，因為子女是他們
感到最重要的人，僅有少數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角色是丈夫(妻子)角色或是工作角色。至
於第二重要的生命角色，半數受訪者認為是丈夫(妻子)角色，而工作角色和為人子女角色
則居次。第三重要的生命角色，最多人回答的是工作角色，為人子女角色者次之。有趣的
是，部分女性受訪者提到工作角色在她們經歷了結婚、生小孩階段後，成為最不重要、排
序最後的角色。其排序內容整理如下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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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七：生命角色排序表
編號 第一角色 第二角色 第三角色 第四角色 第五角色 備註
A-1 父親 工作 - - -

A-2 母親 妻子 女兒 - -
隨不同階段，重要
角色隨之改變

B-1 丈夫 父親 工作 - -

B-2 母親 妻子 媳婦 - -
婚前工作第一，婚
後工作最後

C-1 父親 丈夫 工作
兒子、女
婿

兄弟姐妹

C-2 妻子 母親 - - - 工作最後
D-1 父親 丈夫 兒子 - - 家庭在工作之前
D-2 母親 女兒 工作 - -
E-1 父親 兒子 工作 - -
E-2 母親 妻子 工作 - -
F-1 父親 丈夫 自己個人 工作 -
F-2 母親 女兒 妻子 工作 -

G-1
家庭所有
角色

工作 - - - 自己最後

G-2 母親 其他 - - - 工作最後
H-1 工作 丈夫 父親 - -
H-2 母親 工作 其他 - - 婚前工作第一
I-1 父親 丈夫 兒子 工作 -
I-2 母親 妻子 工作 - -

（貳）工作/親職角色之意涵

受訪者對於工作及親職角色之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為工作角色之意涵；第二為
親職角色之意涵。分別敘述如下：

一、工作角色之意涵

根據訪談資料內容之歸納與整理，將工作角色之意涵分為三個部分討論。第一為工作
之意義：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工作角色最重要的意義是做為經濟的來源，此外其亦有「尋
求成長、自我實現、自我滿足」意義。第二個是工作之功能：受訪者認為工作之功能包括
維持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以及可接觸不同的資訊；最後是對工作之感受：受訪者對工作角
色的感受包括壓力的來源或是快樂放鬆的感受。

（一）工作之意義

1.養家糊口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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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受訪者（六位女性受訪者、八位男性受訪者）都提到「工作角色」對他們而
言主要的意義是經濟來源，是一個賺錢的工具（C-2），讓他們有收入得以維持生活開銷。

其實也是沒有錯，也是為了糊一口飯。（A-2）

我的感受是什麼？就是賺錢的一個工具。（C-2）

現實的問題，就是說經濟壓力，我可能沒有辦法就是說不工作就不工作…因為現在有小孩…
就是一定得是要我去工作才能維持目前家庭的一個狀況這樣子。（D-2）

我覺得工作只是有一個經濟來源的一個…一個角色。（G-2）

最大的意義就是我有收入，我可以維持一些基本開銷。（H-2）

因為現在還有經濟的壓力，所以妳可能沒有辦法，一定還是得要上班。（I-2）

我覺得工作最簡單就是反正就是養活自己、還有養活這一家。這樣就好了！反正他只是一個
就是…能夠支撐我這一個家庭的經濟來源。（B-1）

當然最主要的工作還是會需要一份薪水嘛！（C-1）

工作角色，就是維持生計吧，就這樣子而已。（D-1）

如果你說你不工作的話，你就沒有錢啊。（E-1）

目前就是經濟來源，讓我能照顧這個家庭……因為畢竟有家庭、有了老婆、有了小朋友，所
以我才換到現在這個工作這樣，所以其實我對現在的這個工作其實沒有很深的感情，只是因
為他就是一個經濟來源。（F-1）

其實工作不外乎就是顧個生活吃飯，經濟是很重要的，對啊，因為其實你自己經濟壓力也蠻
重的，房貸、房子負擔，還又有家庭。（G-1）

就賺錢嘛。對，就經濟。它是支持我們經濟的來源啦。（H-1）

當然第一個就是薪水，就是有薪水可以拿。（I-1）

2.尋求成長、自我實現、自我滿足

工作除了是經濟的來源外，有五位女性受訪者及三位男性受訪者提到，工作角色也是
一種尋求成長（A-2）、挑戰自己能力（C-2）、建立自我價值（D-2）的角色，且也會在工作
中獲得成就感（D-2、I-1）、追求自我理想的實現（C-1）。

希望可以在我的工作上…，讓我自己不會因為說…有的人做久了，就會比較像公務人員那種
疲乏那種，所以我會覺得說在工作上去找尋自己的一些成長吧！（A-2）

應該是自我滿足，自我能力的滿足……也是我滿足我自己，就是挑戰我自己能力的一個地方。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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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角色喔，不一樣的成就感吧……就你對自己自我價值的建立的一個來源吧。（D-2）

我會很喜歡工作上面的成就…很希望是能夠有所表現，然後能做出一番什麼的那種……我覺
得有時候我還蠻能從工作上面獲得成就感，那感受其實是…也是另外一種肯定啦。（E-2）

工作角色，一些事情的熱誠吧，自己的成就感跟認同感……我比較喜歡有具體的那種成就感，
這個工作對我來說也是自我肯定的工作，可以讓我有自我成就感和認同感的一個東西。（F-2）

我覺得算是一種自己理想的實現……其實現在找到這樣的工作算是…有一種自我興趣的可以
再延伸，然後可以達到一點自我目標的實現這樣子。（C-1）

在工作上面有時候會比較希望再往上面求發展……能加強自己的能力往上面跑，往上面高一
階這樣…（G-1）

好像自己做起事情就有一些、有一些，就覺得幫助到大學、大一他們新生，讓他們知道，他
們有興趣去往這個地方邁進啊，成就感，沒錯。（I-1）

（二）工作之功能

1.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互動

有四位女性受訪者及一位男性受訪者提到，在工作上和同事相處，是能夠維繫人際關
係的管道，人際之間的交流讓受訪者覺得很重要，不會和外界脫鉤。

我們同事也都還蠻好相處的，其實我覺得工作來講，為什麼可以做這麼久的原因之一，我覺
得人很重要。（A-2）

我很怕說今天沒有工作之後，我待在家裡會變得很封閉…人際關係的建立跟互動，那種是…
自己有時候想起來，我都很怕說如果我真的不工作之後，就會每天都自己關在家裡。（D-2）

就是人際關係的相處，我覺得很ok很融洽的時候，我會覺得那是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環境。（E-2）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我覺得那是我更重視的地方。（G-2）

其實我這個人比較愛交朋友，人脈的累積那才是你真正的資源…所以在工作上面我也蠻注重
人際關係的，反正就是人這一生中不管怎麼說就是互相。（G-1）

2.可接觸不同資訊

除了人際交流外，受訪者 A-1 認為在工作工也可以接觸其他資訊。

可以看很多事情啊……接觸到一些人家沒辦法接觸的人事時地。（A-1）

（三）工作之感受

1.壓力的來源

有四位女性受訪者及兩位男性受訪者提到他們對工作角色的感受是一種壓力，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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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因為它是經濟的來源，所以不得以必須去做（D-2），或是因為在工作中有挫折感
（H-2）、也有因為同業競爭之壓力所致（H-1）。

目前現在這個時候的想法是我覺得他是比較壓力一點…當你會因為說可能經濟壓力，或是某
種不是…就是你是被…可能帶一點點那種被迫的感覺去做的時候，其實心裡多少是覺得有點
壓力的。（D-2）

現在的工作對我來說我已經辛苦大於快樂。（F-2）

其實挫折感會比較大，說實在話挫折感的壓力很大。（H-2）

嗯。比較偏向是負擔，就是變成這個工作也是辛苦。（I-2）

負擔，心理上或許是啦，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並不快樂。（F-1）

就是說，有時候因為…景氣也有關係啦，那或者是說…就是那種同業上的競爭，所以就是感
覺上會有…比較有壓力這樣子。（H-1）

2.快樂、放鬆的感受

但仍有受訪者認為工作是有正面的感受，是一種放鬆。開心的地方。受訪者Ｃ-1 及Ｃ
-2 在工作的意義中認為其是自我滿足、自我實現的角色，因此他們在工作中亦有獲得正向
的力量，覺得在工作中是開心的。

我會覺得就是它是我放鬆的地方。（C-2）

因為其實在工作上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啦！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還蠻開心的，就是在工作的
時候其實蠻開心的。（C-1）

二、親職角色之內涵

受訪者對於親職角色可分為心理感受、親職功能、以及親職責任三的層面。在心理感
受部分有正面及負面感受，包括「1.開心、幸福、滿足的感覺；2.成就感；3.不斷成長學
習的過程；4.無力感；5.很累；6.生活上另一種寄託；7.快樂和辛苦交織；8.責任感變重」
等。而在親職角色方面受訪者則認為有兩種功能：「1.提供子女衣食無缺、健康的生活；2.
照顧保護子女」。最後在受訪者對於親職角色的責任方面則有提到五個責任：「1.成為子女
的玩樂對象；2.對子女要付出關心；3.陪伴子女；4.教養的責任」。

(一)父親心理感受

1.開心、幸福、滿足的感覺

有六位男性受訪者認為，成為一個父親的角色有給他們帶來正面的感受，看到孩子會
覺得開心喜悅（A-1、F-1、G-1、H-1）、覺得幸福滿足（B-1）跟感動（I-1）。

還不錯啊！蠻開心的！（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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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有孩子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回來就只要抱抱她、陪她玩一玩、弄弄她，然後接
下來就陪她睡覺、哄她睡覺，這樣子，大概一天就過了，我覺得這樣子就很幸福了吧！（B-1）

只要工作回來很累，看她笑笑的，看她對我笑，我覺得這樣就是…一個當父親我覺得很滿足
的事情。（B-1）

嗯，其實看到小朋友的感覺，應該是以前都沒有的那個感覺，那種喜悅其實是以前我很難在
其他的地方找到。（F-1）

比如說照顧他的時候，比如說看到他下午吃東西或是做什麼事情，雖然你在旁邊沒幹嘛，可
是就會覺得很高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大概這種快樂是以前比較少碰到的。（F-1）

在剛出生的時候當然是很喜悅，自己的小孩一個生命這樣子。（G-1）

他讓你覺得就是有點快樂啦，他其實也是取悅你的一種對象…如果你看到，比如說你看到小
孩子很高興，那其實大人本身也會很高興。（H-1）

很感動，對，那時候才覺得，啊！在產房真的看還好，就是就覺得看跑出來。可是放在玻璃
房，就隔著看，就很不一樣，就覺得這是自己的女兒出來，小生命出來了。（I-1）

2.成就感

也有四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在孩子成長中的過程中，看到孩子成長、孩子的學習、孩子
會找父親幫忙的時候其，身為父親會有一種成就感。

成就感是之後要看小孩子的培養，看小孩子對你的成就感，是你對小孩子的成就感那是事後
的事情。（A-1）

成就感，就會覺得說，其實小朋友他聽得懂我們在講什麼，然後教他一些事情，其實他有在
學，就當他有反應的時候、有回饋的時候，那種感覺是很很開心的。（C-1）

我覺得蠻有成就感，因為小朋友他…因為他碰到一些問題…他會直接就想到我…就是那種粗
重的工作啦…媽媽沒辦法解決，他們就會想到我，譬如說換燈泡，或者是說水龍頭，或者是
漏水或幹嘛，或是馬桶不通啊，他會直接來找你，做起來就是說還蠻有成就感的。（E-1）

就是其他不管是工作或其他領域上比較…以前比較難感受到的成就感。（F-1）

3.不斷成長學習的過程

有兩位男性受訪者提到對於父親角色他們都還在學習摸索當中。

未來我想說可能等到長大…，可能等到我慢慢的成長吧！因為我也在學習嘛！做父親這角色
我現在也在學啊。（B-1）

其實慢慢就是跟太太之間，慢慢會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去教小孩、然後去帶小孩這樣子，對
啊！其實剛開始可能會覺得有點…嗯…不太知道該怎麼去帶他。（C-1）

4.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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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面的感受，受訪者 C-1 認為在孩子成長的過程中他幫不上忙時會有一種無力感。

其實我會覺得…會稍稍會有一點無力感啦…我也很希望我老婆他也有充分的時間可以休息，
因為小孩子是我們兩個人的啊！那她這麼累，我會覺得我在旁邊又幫不上忙的時候，會覺得
有點無力感啦。（C-1）

5.很累

受訪者 H-1 認為照顧孩子是很疲憊的事情。

當然是很累囉！很累啊…對啊，照顧小孩很累啊。（H-1）

6.責任感變重

兩位男性受訪者認為當了父親之後，其責任感加重，感覺壓力變大。

生了小孩之後…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點，然後責任感比較重一點點……（C-1）

覺得責任感，責任感變重，或是這種責任感跟我以前接觸到的責任感差很多……以前可能有
些事覺得，就是得過且過，算了，沒有差，可是現在可能就比較不行，小朋友在就這樣子啊。
（I-1）

（二）父親角色的功能

1.提供子女衣食無缺、健康的生活

有五位男性受訪者認為父親角色的功能在於提供子女生活之滿足，其較偏項物質層面
的功能，提供孩子衣食無缺（B-1）、食衣住行都沒有問題（D-1）。

我現在只覺得說，我把我女兒照顧好，讓她衣食無缺，讓她不要生病感冒，就是好好的長大，
這就是我目前覺得，當父親該做的事情。（B-1）

什麼東西都希望他能夠獲得最好，然後…不知道他今天到底…吃飽了沒？然後有沒有穿好這
樣子…。（C-1）

我可能會覺得說反正我就是有…就是讓小朋友食衣住行都沒有問題，就這樣就好了。（D-1）

我會想說能儘量滿足他們，就儘量去滿足他們。（E-1）

希望給他比較好的，那能做，能給他、能做什麼，就盡量去啊。（I-1）

2.照顧保護子女

受訪者 E-1 認為除了提供經濟穩定之角色，父親的角色亦要能夠保護及照顧好子女。

爸爸就是應該是說能夠適時的給他們照顧、給他們保護，其實都是爸爸應該是對我來說是爸
爸的角色是這樣子。（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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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親的責任

1.成為子女的玩樂對象

有兩位受訪者認為，作為一個父親其責任在於要陪子女玩樂。

也會跟他玩，我覺得這樣可能就夠了。（D-1）

我爸爸對我的感受是說…放假的時候帶我們出去玩這樣，但是後來我覺得我當了爸爸之後，
好像這個東西是要的。（E-1）

2.對子女付出關心

受訪者 D-1 提到除了成為孩子的玩樂對象外，亦要能夠對孩子有多一點關心及付出。

以爸爸這角色來講，就是對於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應該要多去..應該說多一點關心、多一點付
出…去教育他或關心他。（D-1）

3.陪伴子女

有五位受訪者認為，作為父親角色最大的責任要陪伴孩子，花時間跟孩子相處（E-1）、
且盡量參與孩子的每個階段（F-1）。

自己其實有小孩子之後，就…那個整個就是時間上面，就是要全心投入在他身上。（C-1）

爸爸的角色…重要是說你給他們…就是你能夠陪他們…就是說你要花時間去跟他們相處，去
跟他們互相學習。（E-1）

我當然希望這個爸爸是能夠一直陪在他身邊。（F-1）

我會覺得就是有這個責任，比如說他出生我要照顧他，然後給他過得好一點，然後我會希望
就是我可以就是在他長大的每個階段我都能參與。（F-1）

我回到家，能夠儘量…我就會還是以家人為主，讓我老婆先休息，即使像之前他做月子的時
候，他回來我就儘量等小孩子作息弄完 ok，我真的有工作的話我再去做，我會先以家庭為優
先。（G-1）

在他的成長過程，從小到大，一定要陪他，盡量可以每天陪他……至少我一定要陪他玩，一
定要抱抱他、陪他玩、跟他講話。（I-1）

4.教養的責任

有五位受訪者提到父親亦要負起教養的責任，教導孩子是非對錯、遇到困難或疑惑時
協助孩子、或是品格教育之培養。

要教小孩子，其實要讓他懂很多事情，然後不要學壞什麼的，其實那也是一種壓力在。（C-1）

那第二個就是說，該去教育他或關心他，不是那種基本的需求，就是在基本需求之上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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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還應該要…那個可能是比較偏向精神層面的東西，或心理層面比較多一點的東西。（D-1）

他有困難或有疑惑的時候，我可以幫他負擔一些。（F-1）

會變成責任更重，對啊，畢竟自己現在在責任這種也是…你做的…可能在他長大一點之後，
在他初期還沒進入學校之前，你是他模仿的對象之一，你的一言一舉算是一個責任吧，還是
責任更重的感覺。（G-1）

我不會希望他成績多好，我只希望人的品格..算是一個心中的標竿，那道尺要培養好，就道
德，我很注重道德教育。（G-1）

我跟我老婆都是那個沒有養過小孩嘛，那所以對小孩子的教養方面，就是會比較…就是我們
比較缺那種知識吧。（H-1）

（四）母親心理感受

1.開心、幸福、滿足的感覺

有五位女性受訪者提到，看到來孩子成長會有高興、滿足、愉快的感受。

看到他一點一滴的成長，會覺得沒有什麼壓力，可是就覺得…讓我覺得說，看到他讀書的這
一天、這一個月長大多少，就覺得很高興。（B-2）

每天看一個這麼可愛的小孩，當然永遠都是那樣笑笑的對著你，其實那種心情是非常滿足的…
很幸福很滿足的一種感覺。（D-2）

很愉快，對，就覺得有時候…嗯，就跟他們一起玩一起學習，我覺得其實從他們身上會獲得
很多…就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快樂，那個感受其實是快樂的。（E-2）

我覺得很開心就是，其實小朋友給你的東西是很多的，他們的一些小表現或他們的一些小動
作什麼，好開心喔，對，就會覺得那部份是很開心的。（E-2）

當然就是會得到一些快樂，你就會想說我要幫他買什麼樣的衣服，穿什麼比較可愛，或你帶
他出門的時候，你只要誇獎他好可愛，他就很高興啊。（F-2）

會覺得很開心，然後就覺得看到他就是會有滿滿的那種愛想要跟他，就是想要給他。（G-2）

2.成就感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身為母親的角色，照顧孩子成長（D-2）、哄孩子不哭（F-2）、看到
孩子健健康康成長（G-2），會感到成就感。

成就感的話，當然就覺得自己也很了不起那種感覺，就是當你自己是單身的時候，你就覺得
說自己照顧自己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你現在還要去照顧一個人，其實就是那樣子的成就感吧…
（D-2）

他在家裡有時候跟你或什麼的，或者是說可能別人哄他會哭，然後你哄他就不哭了，所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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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感。（F-2）

成就感吧，一種成就感，就是看他健康的長大，然後從零歲到現在八個月，我就看他一直在
那邊，然後慢慢會爬，我就覺得…我就覺得看到他的成長，你會很有成就感。（G-2）

3.不斷成長學習的過程

受訪者 B-2 提到對於母親這個角色還在學習中。

在母親的這個方面就在成長中。（B-2）

4.生活上另一種寄託

受訪者 F-2 提到有了孩子之後，其身為母親在生活上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多了不同
的生活寄託。

生活上會有更多的寄託…現在就覺得說有小孩子的話，我就覺得說可能就會又多了更多種的
生活的不同的選擇，就是說生活方式上又多了不同的寄託。（F-2）

5.快樂和辛苦交織

有兩位受訪者認為母親這個角色有正有負，其是快樂和辛苦各半（F-2）、也有疲累感
的複雜感受（H-2）。

從媽媽這個角色得到的感覺就是快樂和辛苦都有，但是就是各半的吧。（F-2）

其實在工作上一定會碰到一些…不是瓶頸，可是就是會有一些那個壓力存在…累的時候你看
看他，其實你就會覺得…沒關係啦，這些壓力下班就算了，那有時候就很累的時候，他又在
那裡鬧的時候，那我就會覺得說我已經沒有這個體力陪你耗了，那你怎麼還這麼愛玩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是很複雜的感覺。（H-2）

6.責任感變重

受訪者 D-2 及 F-2 認為成為母親後，其責任感相對地也加重。

那當然就是會說相對責任也很重，就會有時候想想會覺得說，把你生下來到底對不對，其實
當人要過一生真的還蠻辛苦的，所以有時候那種就是也是心裡會有這樣小小的掙扎。（D-2）

就是變得比較生活上面有更多的責任。（F-2）

（五）母親角色的功能

受訪者 H-2 提到母親的角色應該有照顧保護的功能，包括照顧自己以及照顧孩子。

你有了他之後你會知道說你要保護自己，不再像以前一樣隨便，隨便都好，也沒有什麼差別，
你就會想說如果今天我們不在，他該怎麼辦？有沒有人可以照顧他？（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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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母親角色的責任

1.陪伴

有三位受訪者提到母親角色的責任是要陪伴孩子、花時間與其相處。

小朋友好像到三歲以前…當然是可以自己帶是很好，就是她的黃金期就這一段嘛，她就是…
這一段盡量陪她。（A-2）

慢慢小孩比較大了，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陪她，可能她容易摔倒什麼的，就要花…或者是
她容易黏著你。（A-2）

覺得說不管小孩子再吵再累，那就是你當媽媽的責任跟義務…會覺得說能夠自己帶在身邊會
覺得比較好。（D-2）

畢竟他的成長也只有一次，對啊，我就覺得我很想要陪他就是一起，一起成長，陪他學東西
啊，也許他開始講話了之後啊，對啊，走路啊，什麼之類的。（G-2）

幾乎沒有自己自由的時間，全部都，時間全部都花在小孩子身上，除了工作就是小孩子。（I-2）

2.教養的責任

六位受訪者提到母親的教養責任很重大，要把孩子教好、小心注意孩子的人格發展
（C-2）、教育孩子要守規矩（E-2）等。

其實養一個小朋友真的責任很重大，因為我需要把他教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我覺得
生很快，可是養跟教真的有困難，你總不能教出來就作奸犯科。（C-2）

就是凡事都要考慮得很周全，對，就變成說你做了這個動作，會不會影響他什麼，或者是之
後有怎麼樣的人格發展，變成我覺得可能是我很小心吧，我就有點很小心翼翼的在對我自己
做…所以其實就是變成說，你會做事情、做什麼事情都會想的比較多。（C-2）

一個孩子生下來，本來你自己就會知道說教他養他是自己本人，那你也不希望說自己的小孩
生出來之後，以後可能危害社會，或者是什麼之類的，所以那是有一點覺得理所當然的感覺。
（D-2）

我覺得是一個教養的責任，現在有兩個小孩子，就會變成說兩個小孩子的教養，我覺得那個
責任是很重的。（E-2）

必須去教育他們很多一些規矩，他們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可是教他們過程中就是也會一直在
修正自己。（E-2）

你就是會覺得你要把所有的精神啊、所有的愛啊，都給小孩，然後希望給他一個很好的一個
成長環境。嗯，即便是教育什麼的，那我覺得小孩現在是最重要的吧。（G-2）

我不希望他變到時下現在被溺愛的小孩子，我覺得那個是…對我們以後也是另外一個傷害，
因為變會叫不動，那我們會覺得說，該教就是要教。（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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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養育小孩的，對啊，教育小孩子這樣子……就是教育好他這樣子。（I-2）

（叁）工作/家庭角色之影響關係

受訪者認為工作/家庭之間可分為四種影響關係，其一為工作對家庭造成的影響、二為
家庭對工作之影響、第三個是工作及家庭有雙重影響、最後亦有受訪者認為兩者之間沒有
影響。

一、工作對家庭之影響

根據訪談結果，女性受訪者認為工作對家庭有正面及負面的影響，正面影響包括 1.社
會-獲取親職資訊的管道、2.心理-舒緩親職角色壓力、3.經濟-提供親職角色經濟資源；負
面影響則有 1.生活互動-無法全心照顧子女、2.在家時擔心工作沒完成、3.為了工作不得不
犧牲親職角色。而男性受訪者則認為工作對家庭僅有負面影響，影響的部分是在於無法全
心照顧子女。

（一）正面影響

1.社會-獲取親職資訊的管道

有六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工作對家庭有獲取親職資訊管道之功用，透過在工作中與同
事之接觸，可以了解別人的解決方法、孩子的狀況（A-2）、吸收經驗（B-2、F-2、G-2）、
參加研習（B-2）、相互交流（C-2）等。

我覺得你沒有在外面工作，可能有些資訊你沒辦法接收到，或者是說你可能必須去接觸一些
東西，就會覺得…人家這個方法也不錯，會參考。（A-2）

比如說一件事情我們一個人沒辦法解決的時候，我們一起討論的時候會有一個幫忙，也是我
覺得她不錯的…比如說我的小孩可能沒有這麼大，我同事的小孩會比較大一點，就會問說她
小孩的一些狀況…就是會討論一下。（A-2）

因為我們園所裡面還是有很多老師有小孩，那當我遇到什麼問題，一些阿姨啊、經驗比較老
的就會提供一些知識、經驗，我就覺得我收獲還蠻多的。（B-2）

有時候也是因為我學校有一些研習啊什麼去參加，那這些方面都可以用在我女兒身上。（B-2）

就是同事…就是其實就是變成你們一群的，然後其實大家小朋友差不多…就會互相討論說你
小孩有什麼樣的、然後我小孩怎樣怎樣，所以其實大家在那邊互相交流。（C-2）

因為你有在職場上面，是跟外界有非常頻繁的互動，所以你會…你的心就是會比較開朗一點，
就是你接受到的東西也比較多…相對你可以知道要注意他的，或是注意小孩子這方面或是等
等的訊息，我覺得會比較流通。（D-2）

資訊分享是一定有的…你在職場上面的話，可能會遇到一些就是同樣有經驗的，或者是說甚
至差不多時期的朋友，還是都一定有幫助啊，這些資訊都有參考價值。（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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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工作之外啊，跟同事聊有關小孩的事情……那就是互相、互相吸取經驗啊。（G-2）

2.心理-舒緩親職角色壓力

另位有三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工作可以舒緩親職角色的壓力，例如可以作為放鬆的場域
（C-2）、可以保有自己與孩子各自的空間（E-2）、舒緩當全職母親的壓力（H-2）。

工作角色應該是我放鬆的時間，因為其實因為發現帶小孩很累…其實在工作的時候反而是我
放鬆的時候，因為那不用又想到小朋友的事情，反正就是可以當一個自己，你愛想要做什麼
就做什麼，你就可以很放鬆。（C-2）

我覺得好的地方是，其實有時候我跟小孩子有各自的空間，就不是一整天都在一起，就有各
自的空間，然後如果我上班的話，我回家會更…有時候會有那種彌補的心態啊，就會覺得好，
我們就是會想要更那個 close 一點。（E-2）

我覺得有時候你全心全職去照顧小孩子的時候，其實有時候其實那個壓力也是有的…我覺得
如果我當全職媽媽，我可能會比較沒有耐心，可是我現在因為不是全職的，所以對他會有一
些愧疚感，所以有些東西我就會退一點，我就會覺得我不能要求他這麼多。（H-2）

有時候心情一煩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你到底要做什麼，我都不懂你要幹嘛，所以可能…我覺
得如果以這樣層面來看，可能工作對我來說會是加分的，因為我會變成是說可以有人可以幫
我分擔掉某一部份的東西，對，我的感覺會是這樣。（H-2）

3.經濟-提供親職角色經濟資源

受訪者 F-2 則提到工作薪水所提供的經濟資源，對於其在親職角色上有輔助的作用，
可以提供孩子更好的生活需求滿足。

以我目前的工作職務來說的話，算是薪水比較…比同業來說算是比較高的…因為我先生的薪
資比我低，所以我會覺得說可能在提供我小孩子的一些生活、一些費用或是一些什麼方面的
話，生活費方面的話，會比較 ok 啦，那如果少了這塊工作來源的話，可能就會有問題。（F-2）

（二）負面影響

1.生活互動-無法全心照顧子女

有四位女性受訪者及兩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因為工作之關係，無法花時間於孩子身上，
工作時間會影響到與孩子相處的時間。

因為你工作職場上的一些要求，那你沒有辦法說全心全意照顧小孩子，那你可以給他的照顧，
或者說是像我們有時候就是想說要再教他一些東西，或是多花一些時間陪他，這方面可能就
沒有辦法做得到。（D-2）

因為一定要花一部分的心力去應付，也不是應付，就是去面臨工作上面的一些…就是處理工
作上面的一些事情，那相對就會影響到對小孩子的照顧，就譬如說如果那天就是公事很多，
回家當然就是對小孩子就會比較沒有耐心，就會那個品質其實就會受到影響。（E-2）

對，工作上時間就佔掉一大半，所以回家之後跟小朋友相處的時間，勢必就是相對的就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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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衝突點在於因為要上班，沒有辦法照顧他。（F-2）

當然是減啊……因為就是工作耗費太多的體力還有精神，那妳、妳去照顧小孩子，妳就會力
不從心。有時候妳想照顧，可是真的是累到不行，對啊，然後就沒有辦法好好照顧他。（I-2）

工作對父親的角色，我覺得他是減分的意思是說，他讓我陪我女兒的時間變少了。（B-1）

工作角色應該…嚴格說起來應該是減分吧？因為你沒有太多的時間去陪小朋友。（E-1）

2. 在家時擔心工作沒完成

受訪者 A-2 認為有時候在家還會擔心工作的業務，沒辦法專注於親職角色上。

有時候回家還要想說公司的工作什麼事情沒弄好什麼的。（A-2）

3. 為了工作不得不犧牲親職角色

受訪者 A-2 亦提到，因為不想讓公司覺得其因為家庭而不投入於工作中，因此反而在
親職角色上有所犧牲。

就是說不要讓公司覺得說，結婚生了小孩，之後就工作上就可能…沒有像以前這麼認真，或
者配合度上不行或什麼之類的。那當然媽媽的角色可能…就變得多少會有所犧牲啊！（A-2）

二、家庭對工作的影響

從訪談資料中可發現受訪者認為家庭對工作之影響亦可分為正面及負面影響，正面影
響有 1.親職經驗運用於工作角色上、2.將親職角色融入工作角色中、3.工作更彈性、4.人
際關係較活絡；負面的影響在於 1.重返工作崗位時會不適應、2.影響工作運作、3.佔據下
班後的時間、4.影響工作時的精神 5.在工作上變得顧慮較多、6.上班時會擔心子女狀況等。

（一）正面影響

1.親職經驗運用於工作角色上

受訪者 B-2 之工作為幼兒教育老師，因此她在做為母親後，對於其在工作中有正面的
幫助，對於和學生家長溝通能夠更有說服力。

當你做了母親之後，你會站在母親的角度去看每一個孩子，然後當他的發展能力降低了，就
會告訴家長說，我覺得你的孩子啊，有哪些方面可以加強…那家長這一方面，他就會覺得因
為你有生過孩子，那相對的他就會比較信服你，就會知道說你應該是為我們的孩子去想。（B-2）

2.將親職角色融入工作角色中

而且兩位女性受訪者及一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其會將親職角色融入工作角色當中，例
如變得更有耐心（C-2、D-2）、或關心學生們的生活瑣事（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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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會多了耐心，多了耐心跟包容性…後來有 baby 之後，你就會覺得因為你對他就必須要
有很大的耐心，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怎樣怎樣你就發脾氣…相對的你在公事上、你在處
理事情的時候，你也會多了耐心去對待別人。（C-2）

其實管人跟管小孩，我覺得其實是多少有點雷同的，所以我覺得當你要給…你可以給你的小
孩相同的耐心的時候，你也可以給你的同事這樣的耐心…我覺得有小孩之後，我覺得那整個
柔軟度是不一樣的。（D-2）

我反而覺得應該是爸爸的角色會帶，開始帶到工作上，對啊。（I-1）

會比較、比較像爸爸一樣對他好，你的要這樣子喔，對。（I-1）

就會有一些，就會就莫名其妙擔心…我們的工作有需要要到去外面採樣…有時候採晚了回
家，譬如說，回家記得打電話給我們幾個學長姐知道，確定到家，或者是開車送他們到家了，
我們才自己回家這樣子。（I-1）

會再更注意一些，更注意一些小地方，該怎麼說？就開始會，怎麼講？大概會更關心生活上
的一些瑣事，就像有沒有吃飯啊什麼的，一起去吃飯啊、帶他們回家啊之類。（I-1）

3.工作更彈性

而有了孩子之後，可能也變成讓工作更彈性得一個理由，例如受訪者 F-2 提到當老闆
知道其是因為要照顧孩子請假、或是假日要在家顧孩子，就不會勉強其加班。

因為老闆自己本身他也是蠻喜歡小孩子的，對，然後他也是比較重視家庭的人，所以只要聽
說因為家裡的事情…就是說小孩生病要去看醫生而請假，或者是說可能下個禮拜要打預防針
請假，老闆就不敢唸。（F-2）

有時候禮拜六禮拜天萬一他打來找我，我就比較有藉口，我就可以說現在再出來可能不方便，
很急嗎？老闆就會說不急不急，再說，對啊，就會比較有擋箭牌啊。（F-2）

4.人際關係較活絡

有兩位男性受訪者提到父親的角色讓他在工作上和同事的相處變得更加活絡，位可以
分享爸爸經、或孩子的瑣事，和同事更有話聊。

爸爸角色，我只能說變得反而有些跟同事之間原本本來跟他不熟，但是因為…所以我說是因
為經驗分享爸爸的那個，可能會變成比較活絡。（G-1）

多了一些聊天上面的材料，就是可能跟同事間的話題有變多了，就是小孩，養小孩這回事，
就是會增加同事間的話題啦……可能這個是唯一的加分吧……互動啦。（H-1）

（二）負面影響

1.重返工作崗位時會不適應

受訪者 A-2 認為家庭對工作的影響在於其剛生下孩子後，重心都放在照顧孩子身上，
因此在重回職場後會有些不適應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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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剛開始會比較重在小孩那塊，你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去…花很多心思去照顧小孩，我
覺得工作上多多少少會有一點疏離的感覺啦！那那時候我剛開始回來上班的時候我也有點小
小的不能適應。（A-2）

2.影響工作運作

有三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家庭的事情會影響職場，使其無法全心投入於工作中，例如無
法配合出差（C-2、D-2）、無法加班（E-2）、甚至於上班時會分心處理家庭的事務（F-2）。

以前會很想說要在工作上有什麼表現什麼的，可是後來我到最後發現那樣子會讓我犧牲掉我
家庭的部份……因為懷孕跟生小孩這段時間，我是停止出差的，可是後來現在就是變成比較
密集的出差，我就覺得我沒辦法接受…（C-2）

當你對你自己的工作是那樣子一個責任心在的時候…要停下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時間，打
斷整個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那個小時就會消失去做其他事情，有時候自己心裡會覺得很抱
歉就是說，造成公司上面的一些不便。（D-2）

懷孕之後沒有辦法配合出差，然後到你生了小孩，然後你想要餵母乳，然後公司就變成說好，
這段時間你都沒有辦法配合公司出差，我覺得其實這多少對公司來講都是一些不方便的地
方。（D-2）

應該是會打折的吧，因為就不能全心全意在工作上面，就譬如說你上班可能到五點多，就會
覺得我要回家帶小孩…所以就是在工作上面可能時間差不多了，就會覺得我要去接小孩了，
有時候事情多可能要加班的話，就會變得比較…當下就會比較焦慮，就會覺得那個時間可能
我沒有辦法準時去接小孩，然後可能就沒有辦法全心全意在工作上面是這樣子。（E-2）

以前是單身沒有結婚的話，就比較沒有這層顧忌，就會覺得加班，我就是把事情做完，可能
加到七八點、八九點我都覺得還 ok，可是有了小孩之後，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講說，我可能會
留到八九點那麼晚的時間，因為還要回家照顧小朋友。（E-2）

如果真的有影響來說，就是上班會變得比較不專心，會偷偷地去上網，去做一些小孩子的東
西……或者是網路購物…而且有時候就是因為做這些東西，可能當下比較急的東西，或者說
當天要處理好的工作，可能就 delay，我就要加班把他完成，就會有這樣子的影響。（F-2）

3.佔據下班後的時間

另有兩位女性受訪者及三位男性受訪者提到，下了班後因為要去接小孩（G-2、H-2）
等事情，因此無法花太多時間在工作岡位上。

以前可能比較可以…比較可以比如說下班了…工作上有一些東西…可以再利用下班時間，可
以再做一些…不用說時間到了，你就是要下班去接小孩，我覺得影響應該是這樣吧，就是你
時間上…時間上的影響是這個。（G-2）

我覺得對工作還是會有一些負向的部份，那以前可能說工作沒有做啊，我可能假日還會去公
司，輕鬆一點去處理一些事情，其實很快就可以弄好了，現在不可能啊，因為要帶小孩，根
本完全不能去。（H-2）

在一些時間配合上當然會有一些考慮，那你不能這樣子去要求他，可是如果說另外一個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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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結婚，可是你對他的要求可能就可以再更多一點。（D-1）

因為你現在是當爸爸了，那譬如說碰到加班的時候，碰到加班的時候…以前就是…就是結婚
沒有小朋友，就是加班。（E-1）

等於說有爸爸這個角色來講，對於工作是有妨害的，所謂妨害是說，就是說就像我剛才講時
間上的配合的那個…分配。（H-1）

4.影響工作時的精神

有三位女性受訪者提到，因為在家照顧孩子耗費較多精力，連帶影響其在工作上的專
注力，有時候會上班遲到（F-2）、或是工作時精神不好（H-2）、容易感到疲憊（I-2）等。

我會精神不好，就是只要禮拜六禮拜天帶他玩回來以後…禮拜一禮拜二的精神都超差的，然
後就是整天上班都會想睡覺，然後甚至禮拜一上班都會遲到，遲到很久。（F-2）

應該是說偶爾會有一些扣分，因為譬如說你要顧他，譬如說你的精神不是很好的狀況之下，
你在工作上其實還是會有一些…不管是耽誤啦，還是說有一些…處理事情上還是會有一些落
差…生完小孩之後比較容易健忘，我覺得我有…因為有很多東西你會忘記。（H-2）

因為妳回去還要照顧小孩也是累，然後妳來上班的時候…就會覺得妳沒有力氣去做那些，就
是那個沒有辦法在時間裡面完成。（I-2）

整個例行性的工作做完之後，妳就會覺得很累，然後就沒有多的時間再去做那個，一些其他
的那個什麼，文書方面的事情…比如說沒有小孩的時候，其實妳工作完，妳還會覺得有那個
空閒時間，然後也不會覺得很累，妳就還有辦法去做那些。（I-2）

5.在工作上變得顧慮較多

另有兩名男性受訪者提到因為家庭的事務，會使其在工作上變得顧慮較多，像是受訪
者 F-1 覺得無法太冒險，因為必須要考慮到家庭面；或是 G-1 認為重心放在家庭上，因此
在許多選擇上都要有些顧慮。

就是說做一些判斷之前我會想的比較多啦，譬如說從以前比較年輕的時候，我看到一個機會，
然後我覺得我還挺有興趣，雖然他可能感覺上或許比較冒險一點，可是我會覺得我可以去嘗
試看看，但是我現在當了父親會覺得，如果我走了這步，如果不對的話，那後面怎麼辦？嗯，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講是加分還減分？（F-1）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小孩才剛出生，所以有些可能上面的會覺得 focus 在家庭、在小孩這邊，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顧慮。（G-1）

6. 上班時會擔心子女狀況

在上班的時候就依然還是會擔心說小朋友在褓姆家的狀況什麼的。（A-2）

三、雙重影響

從受訪資料中可知，亦有受訪者認為工作與家庭有雙重影響，其中有女性受訪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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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臨工作家庭衝突，但仍希望雙邊都兼顴（2位）、2.面臨工作家庭衝突，承受極大壓力
和負荷（2位）；而有一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多花時間與子女相處會減少經濟上的收入反而無
法滿足子女需求。

1. 面臨工作家庭衝突，但仍希望雙邊都兼顴

兩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工作與家庭有雙重的影響，會想要好好當個全職媽媽，但也希望
在工作上有所表現，要達到兩邊的平衡實在不易。

會覺得兩邊都要兼顧真的很難…在孩子面前我是希望是…在他們身邊是 100％我就是一個好
媽媽，但是在工作上我又很希望是能夠有所表現，然後能做出一番什麼的那種。（E-2）

我今天去上班，我就覺得上班有些成就我覺得是開心的，可是有時候又會覺得沒有辦法在家
帶小孩，就很想帶小孩子，很想跟小朋友相處的時候，又覺得去上班又覺得好那個，所以我
的想法一直在…就是一直在覺得說，工作也 ok，然後有時候又覺得好想在家帶小孩。（E-2）

就希望盡量可以維持一個平衡，就是盡量可以兼顧到…因為要上班，就變成我的時間就要分
開了，就是陪小孩的時間會比較少，就是假日或晚上的時間，就是盡量可以做到都滿足兩邊
這樣子。（A-2）

2. 面臨工作家庭衝突，承受極大壓力和負荷

有兩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其上班花很多精神、回到家又要照顧孩子，實為雙重的壓力
跟負荷。

照顧小孩，我就覺得為什麼都是我，我也要休息，可能是帶小孩子已經…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工作量很多了，然後等於是兩個一起來，你就會覺得突然間產生一個已經快要接近崩潰的臨
界點。（C-2）

我上班就要花很多體力的那種，然後回來接手要照顧小孩，就覺得整個很累，然後我之前還
嚴重失眠，對，因為壓力太大…情緒會很不好啦，會很莫名其妙就哭啊那種。（I-2）

3.多花時間與子女相處會減少經濟上的收入反而無法滿足子女需求

受訪者 E-1 提到，現實跟理想是無法平衡的，當他希望花較多時間於家庭中，相對地
就可能犧牲工作，但這樣會連帶影響收入，反而沒辦法上滿足家庭生活開銷。

因為你現實跟你的理想是一定會有一段差距的，所以說如果你捨棄了說你想說跟爸爸親近一
點，但是爸爸就是很現實就是說你金錢方面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說像我們過得就是說…其實我
們從小就過得比較…因為我媽媽是公務人員，那其實從小就過得比較就是說不愁吃不愁穿這
樣子，如果是說你…如果說一個就是兩個都要全教的話，相對你工作那方面你的金錢方面就
比較沒有辦法去怎麼講，滿足到小朋友啦，我是這樣子的觀念。（E-1）

四、兩者之間沒有影響

亦有受訪者認為工作與家庭之間各自獨立，沒有影響，其中有 2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工
作跟媽媽的角色無關聯，而有六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工作與爸爸的角色無牴觸衝突、互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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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就是工作上面，是還好啦，沒有什麼太多的那個…就是幫助，就是工作是工作，媽媽是媽媽。
（F-2）

工作上會不會跟媽媽角色有影響，我覺得倒是不會…有的人會把工作帶回家或是什麼的，我
是不傾向這樣子，就是比如說工作或情緒帶回家，所以，這方面對我來說，其實還好。（G-2）

面對小孩子的時候，你要對小孩子有一個態度…那你職場有職場的堅持的態度，這兩種態度
是不一樣，你說有什麼相牴觸，我覺得還好。（A-1）

我工作角色對我的家庭，加分還是減分喔？沒有什麼太大直接關係…（D-1）

這兩個角色目前好像沒有什麼衝突…（F-1）

沒有衝突啊，工作累的時候看一下兒子的照片，是快樂的，然後再繼續工作，沒有衝突啊！
（G-1）

對。那兩個(工作與父親角色)互不…因為沒有交集啦，所以應該互不影響啦。（H-1）

上班就上班嘛，當爸爸就當爸爸啊，沒有…沒有太大的衝突啊。（H-1）

沒有什麼改…沒有什麼加減分啊。（H-1）

工作喔？影響到爸爸角色，應該，我想想看，還好、還好。（I-1）

（肆）子女照顧工作的安排

從訪談資料歸納整理發現，父母親在對子女照顧工作的安排上可分為五種情形：一、
以母親照顧為主；二、母親照顧為主、父親為輔；三、父母親雙方輪流照顧子女；四、其
他家人也是照顧者之一；五、子女決定照顧者。分別敘述如下：

一、以母親照顧為主

根據訪談資料，有七位受訪者認為其家庭子女照顧之安排主要依賴母親照顧為主。

通常都是我在照顧小孩的。（A-2）

小孩接回家之後主要就是由我在照顧。（B-2）

哄他睡，因為睡覺就是要媽媽，然後哄他睡覺睡覺。（C-2）

我會覺得我會多一點，大概 60，因為至少他上班這段時間是我在照顧的……五點多接回來這
段時間，一直到隔天，我至少一直是在的，對，我至少應該多一點吧，60吧，那他 40。（E-2）

原則上是以我為主…因為他(丈夫)比較不常在家……然後就變成說…可是因為他(小孩)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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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變成他哭或什麼，我哄會比較 ok，結果後來這樣狀況，變成說是以我為主。（F-2）

小孩子現在已經養成選順序了啊，就是我帶著，他一定要我，他連他爸爸都不要，我不在的
時候他就選他爸爸。（F-2）

感受上，八十，百分之八十(自己)跟二十(丈夫)…他有心可是他沒有時間，他有想要照顧，
可是他沒有時間，對啊。所以照顧上面還是大部分都是我。（I-2）

百分之七十是太太在做，百分之三十是我在做，就是接觸寶寶這個部分的話，對啊，我比較、
比較偏向協助的工作吧。（I-1）

嗯，百分之百，太太的話應該 90 分，那我的話應該可能就是算及格吧，60 吧，那可能就是陪
小朋友那段就是比較不夠。（E-1）

就是說也大部分都是媽媽在照顧啦，那我只是做輔助的角色…（E-1）

其實我老婆是…是算大部分啦，因為比如說、比如說早上起來餵奶、洗澡，然後晚上帶他睡
覺，都是我老婆，嗯，我只是從旁會去幫忙一下。（H-1）

嗯，都是老婆決定啊。嗯，那其實我在家，功能不是那麼大……就是說因為我上班，下班之
後，休息的成分比較多。（H-1）

如果是照顧小孩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大概只有負擔百分之三十。（C-1）

二、母親照顧為主、父親為輔

其中亦有受訪者提到父親亦會參與照顧。作為輔助跟協助的角色，父親參與照顧工作
的時機是在於 1.母親忙或疲累時、2.母親照顧子女時由父親負責家事部分；父親的工作內
容則協助泡牛奶、換尿布以及陪子女玩。

（一）父親協助的時機

1.母親在忙、疲累時由父親協助照顧

他主要就是 cover 我在忙的時候的一些狀況，就看一看小孩…或者是說…其實我給他的時間
還蠻活的，有時候就是請他幫忙一下，沒有說一定都照顧她。（A-2）

有時候像如果我可能是工作得很累或者是什麼，就變成他要照顧小孩。（C-2）

有時候晚上她們公司要吃尾…就是她們部門要吃尾牙啊，或是什麼聚會要吃飯啊，喝春酒之
類的，這個時候晚上就是我幫忙帶，我就負責帶這樣。（A-1）

2.母親照顧子女時由父親負責家事部分

假日我帶小孩、他做家事，對，就是這樣，因為我們小孩喝母奶的關係，他沒有辦法幫我餵
他喝牛奶，沒有辦法，對，所以就是變成很自然而然就是變成做做家事、煮飯，什麼都是他
來弄，然後變成說帶小孩我來弄。（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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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親參與照顧的工作

1.父親會協助泡牛奶、換尿布

他會泡牛奶、換尿布這一些。（B-2）

洗澡是我們兩個一起，幾乎我們都是一起幫他洗澡，我一個人其實就抱不太住，因為我不太
熟，所以他要幫我抱住然後我趕快洗。（C-2）

爸爸他就是..他如果有要幹嘛，換尿布什麼，其實他都會，從他一出生其實都是爸爸在弄，
只是因為回來我就覺得太慢，爸爸速度很慢，我就覺得動作太慢了。（C-2）

早上我可能要睡久一點，我先生起得比較早，就是早上要換衣服，然後泡奶啊，換尿布都是
我先生在做。（E-2）

之前剛出生的時候會幫忙，會幫忙抱小孩，會餵奶，現在如果有照顧分擔就是回來幫忙煮個
奶瓶，然後跟他玩這樣子。（I-2）

2. 父親陪子女玩

如果我老公放假的時候，就幾乎就是帶她出去走走，可是有時候也會窩在家裡，也會看天氣
狀況什麼的，不固定。（A-2）

爸爸負責玩，因為他是玩具…他現在比較大了，就是爸爸就在旁邊跟他玩。（C-2）

他會陪他玩，譬如說我要去弄一些什麼什麼東西的時候，他就會陪他玩，像這樣子，他就會
陪他玩，譬如說我們會買一些玩具給他，陪他玩，或說他會買一些書，念故事書給他聽這樣
子。（H-2）

其實他回來，就算早也已經九點、十點，十點、十一點了，所以等於是他也只顧幾個小時啊，
兩、三個小時，對，就是可能就跟他玩這樣子，顧著他就對了。其實，他其實照顧時間很短，
大部分就陪他玩這樣。（I-2）

就是大概只有帶著小朋友背著他到處跑到處玩這個，因為她比較不喜歡出門，所以這種帶他
出去玩這種溜滑梯那種，都是我在做比較多。（F-1）

我可能只有 20 分……我最多就是幫忙一下而已，那陪他玩，所以我覺得我可能我只佔 20 分。
（H-1）

三、 父母親雙方輪流照顧子女

有八位受訪者表示其家庭子女照顧之安排是由雙親輪流照顧：

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一半一半吧，在這個方面至少兩個都還蠻互相的，就是都會互相幫忙這
樣…沒有特別什麼分工啊，就是反正誰要忙，另外一個人就去顧，那要顧小孩的就…不想做
家事的就顧小孩，不想顧小孩的就做家事，就會輪流。（D-2）

大部分都是我們兩個互相啦，就是說，沒有說一定是誰在照顧…我如果在弄東西或者在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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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其他事情，那可能就會由先生，他先跟他…陪他玩啊，之類的，那可能我事情弄好了，那
可能就是換我陪小孩，然後他去弄他想要做的事情，沒有說…是沒有說一定說這個時間是…
是誰要固定陪小孩，是沒有。（G-2）

我覺得一半、一半耶……雖然說平常下班都是我在接小孩，可是只要我先生有空，他也都會
幫忙帶小孩，帶小朋友，比如說陪他玩啊，幫他洗澡什麼之類的…沒有說我付出比較多，或
者他付出比較少。（G-2）

我覺得我們是 50、50，我覺得啦，因為我照顧他的基本需求是叫一半的時間，換尿布、喝奶
那些東西，洗澡等等，但是另外一半時間是在陪他玩…我覺得就是一半一半，就我的想法是，
他可以去陪小孩子玩的時間，我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一半一半。（H-2）

一半一半吧，對啊，沒有什麼多不多啊，因為畢竟她就是我們的女兒啊，沒有說誰要照顧多；
誰要照顧少，應該一半一半啦。（B-1）

那如果想是餵奶的話，都是我在餵啦，然後有時候可能其他…其他事情就是我老婆她會去處
理。（B-1）

我覺得 50、50 吧……對，我所謂的 50、50 倒不是說，以工作量來區隔 50、50，就是說其實
大家對小朋友付出的那個心思其實都不會說誰多誰少，所以我認為是 50、50。（D-1）

其實通常大部分不管是平常或早上或是平常的時間或是假日時間，早上都是我負責起來泡牛
奶給他們喝啦，或者幫他換個尿片啊，那洗澡的話就是…假日的話都是他媽媽在幫他們洗澡
這樣子…（E-1）

晚上都是他媽媽幫他們洗澡、幫他們換尿片啊，但是從洗澡…洗完出來，但是我幫他負責做
後面，比如說吹頭髮、穿衣服，對啊…（E-1）

就是那個大部分比較苦的差事都是我在做，比如說打掃、搬洗澡水、買東西幹嘛，或這種比
較勞力都是我在做。（F-1）

沒有討論，好像自然而然就是這樣，因為反正以前在家裡這種比較往外跑，比較粗重的工作，
其實就是我負責，她就比較負責一些比較瑣碎的事情…（F-1）

比如說那種去找那種什麼小朋友啦，奶粉尿布啦，出去哪邊訂購比價比較便宜啊，這種東西
都是他在找，找完訂好之後，我去執行，對，大概就是這種狀況…（F-1）

那我就只能說做一半一半，對啊，我做一半她做一半，這樣子，我就只能這麼說，我不是說
保守或怎麼，大家各做一半一半，大家互相…你補我的、我補你的，這樣子互相。（G-1）

四、 其他家人也是照顧者之一

有四位受訪者提到其家庭子女照顧之安排亦會請其他家人協助，例如女性受訪者請公
公婆婆協助。

六點我婆婆就會把他接回去，差不多八九點婆婆就會把他帶回來晚上就我婆婆照顧，然後隔
天就把他送去我褓姆家。（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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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現在就變成我公婆自己接送，除非今天可能他們有事情，所以就是說因為老人家有時
候會要到醫院去複診或什麼的，定期檢查或什麼的話，就是有事情的話，他們可能是阿嬤狀
況不太好、可能走不開，那我們才會自己再去接送。（F-2）

幾乎我婆婆要顧二十四，有時候會六、日，她也就是都要顧啦。（I-2）

如果晚上我要加班的話，那就是由我媽媽她去幫我接這樣子。（B-1）

五、子女決定照顧者

有一位受訪者提到其子女會主動要求要由父親或母親來幫他服務，故其家庭有時候也
會看孩子的意願還安排照顧工作。

有時候也要看他們感覺，就會說我要爸爸、我要媽媽這樣子，就是也要看他們啦，對，有時
候看他點到誰，誰就要去服務這樣子，對，就沒有那麼制式。（E-2）

（伍）理想父母角色形象

受訪者在論及理想中的親職角色時，可歸納成三個部分：包括生活互動、教育、及心
理層面，以下就父親及母親角色分別說明：

一、理想父親角色

受訪者對理想父親之期待有三個部分：在生活互動方面，包括 1.陪伴子女、2.可依子
女喜歡的方式付出、3.建立良好的親子交流、4.能夠分擔家務和照顧子女工作、5.工作與
家庭兼顧、6.滿足子女之生活需求；也會期待父親承擔教育責任，以及希望在心理層面能
讓子女能信任和依賴。

(一)生活互動

1.陪伴子女

有四位女性受訪者及六位男性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親應該要能盡到陪伴子女的責任，
多數女性認為理想父親要陪孩子玩耍就夠了，而男性則有提到多花時間陪伴孩子成長。

除了時間沒有辦法配合說真的要求常常去陪伴，那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去容忍的，因為不可能
要他做到 100％好爸爸…他對小孩子的關注跟那個照顧我覺得其實是很夠的。（E-2）

理想父親喔，我覺得就是能夠…也是一樣，就是能夠陪小孩子。（F-2）

我覺得好爸爸就是，他要有時間陪小孩，這樣就好了，他要幫我分擔一部份，我覺得這樣就
夠了。（H-2）

好爸爸喔，其實我覺得也是要多花時間，然後陪小孩子玩耍，比如說，他以後大了，然後他
可以有時間可以去陪他玩…然後一樣也是要多花時間陪伴他。（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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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就陪她玩，只要她醒著就陪她玩。然後讓她感覺說有安全感吧！（B-1）

其實我覺得…該嚴肅的時候會嚴肅，該陪小孩的時候他會很…就是很花時間，很肯花時間陪
小孩。（C-1）

能夠陪小孩一起成長，就是說不管你是從出生或是到他們長大求學階段。（E-1）

我是希望他的成長的每個階段可能…如果我們能參與的話都能參與。（F-1）

我覺得比較好的那個爸爸的角色應該是可能比較多時間去帶小孩。（H-1）

我覺得好爸爸的定義就是要花時間去陪小朋友，我覺得能做到這點就很重要。（I-1）

2.可依子女喜歡的方式付出

受訪者 H-2 認為理想父親應該要能依照孩子的狀況調整，但不能夠太溺愛。

是不是真的好爸爸或是好媽媽，我覺得重點是看小孩子喜歡的是什麼樣的方式，我覺得說他
想要做什麼，可以不危險的，當然就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但是不能太超過，不能說過於溺愛
而導致的這個太超過，我覺得這樣就好了。（H-2）

不能過於寵愛他，不能過於溺愛他。（H-2）

3.建立良好的親子交流

有五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和孩子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很重要，例如要能夠互相討論溝通
（C-1、I-1）、開導孩子（D-1）、跟孩子像是朋友一樣的相處關係（F-1、G-1）。

家裡面的事情，不會是那種…大家看到爸爸就會很害怕或什麼的，他是那種…其實他也是可
以跟小朋友或是跟爸爸媽媽、跟太太之間可以互相討論或溝通的。（C-1）

就是說你要再多付出一些心思去瞭解他，或說要去開導他一些東西。（D-1）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比較是一個朋友的關係，不是像…那是那麼絕對的權威，這是我的希望，
可是我不知道我以後能不能做到。（F-1）

等大一點，因為我跟我老婆討論過，在國中之前，能多跟他有親子活動就跟他親子活動…（G-1）

我是希望看我能不能跟他成為一個朋友的方式啦，朋友方式相處。（G-1）

還有溝通，就是要、要有持續的跟他對話，就是要跟他溝通，對話要一直不斷的跟他，我覺
得要跟他不斷的對話。（I-1）

4.能夠分擔家務和照顧子女工作

受訪者 F-1 提到理想父親應該要能家庭分工、和妻子之間互相體貼。

因為夫妻要分工…比如說我在看小孩的時候，你就去做家事，那可能在看小孩…或者是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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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你知道這個家事你可能不擅長做或什麼，那你可能來看小孩，然後讓我去做家事或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要互相…就是要體貼。（F-2）

5.工作與家庭兼顧

亦有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親除了工作之餘、在家庭中也要陪孩子一起成長。

我覺得小孩不是只有媽媽有責任，他也是爸爸必須要一起陪小孩成長的，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就是你就自己的本分，可是下了班之後，我的時間就是家裡的，你要好好陪小孩，然後把
你的心力付出在這個家庭上，其實不管是陪他玩啊、陪他吃飯啊、陪他唸書啊、或者是幫他
洗澡啊、幫他換尿布啊，之類的，我覺得一個好爸爸應該是這樣吧。（G-2）

6.滿足子女之生活需求

有兩位男性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親要滿足孩子基本的食衣住行，滿足孩子之生活需求。

如果依她現在的樣子，依她現在七個月，我覺得就是讓她吃飽睡好，就好了！（B-1）

好爸爸，對我現在來講我覺得當然你要食衣住行這方面一定要讓他…就是生活上一定要讓他
ok 沒有問題。（D-1）

如果能做到當然就更好，就是說如果說他有更多的要求或者更多的需求，你能夠儘量的去滿
足他，當然能夠多做就多做。（D-1）

(二)教育

有兩位女性受訪者及一位男性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親要能夠教育孩子，包括良好的教
育和示範（F-2）、教導孩子是非對錯、注意孩子的偏差行為（A-1）等。

能夠說是很有心的去教育小孩子，他不見得說一定要 24 小時都要帶著小孩幹嘛的…而且你就
是要對他要有良好的教育和示範，不要就說動不動就隨便就罵個三字經啊，或者是說挖鼻孔、
扣腳丫。（F-2）

教育他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就是要正確的教育他這樣子。（I-2）

就好好看好自己的小孩。我覺得…小孩子沒有什麼行為上的一些…偏差那些都要注意啊，就
去矯正啊，就去…就是這樣子啊。（A-1）

(三)心理-子女能信任和依賴

受訪者 F-2 提到理想父親和孩子之間要有良好的依附關係，要讓孩子有信任感，並能
夠依賴父親。

至少要讓小孩子信任你，然後覺得會依賴你，就是依賴不是黏，就是說我跟你在一起會很有
安全感，或是我覺得我很喜歡跟你在一起…就是要讓小孩子不會跟你的相處感到不舒服，或
是不信任。（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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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達成好父親理想的困難

受訪者對於理想父親有以上的期待，但仍有其困難之處，其中受訪父親提到的困難有：
1.陪伴時間不足、2.教養知識不足；而受訪母親則認為未能達成理想父親之原因在於：1.
未做好身教、2.不會主動分擔照顧工作。

（一）父親自認為困難之處

1.陪伴時間不足

可能就陪小孩子的時間不夠吧，這個是比較重要的。（E-1）

阻礙喔，沒有時間……工作也有事情，唸書也有事情，然後、然後，就差不多這樣就很嚴重
了，我覺得就，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再去，就是沒有辦法再壓出更多時間。（I-1）

2.教養知識不足

應該是說知識上的不足啦……就比如說要管教小孩這方面的知識，我們是比較不足的。（H-1）

（二）母親認為困難之處

1.未做好身教

我覺得他沒有做到的就是一些…可能現在小孩子還小，所以我覺得我不曉得有沒有影響，就
是他可能是言行舉止，他還沒有去收斂，就可能他做事情還是會有些不好的示範。（F-2）

2.不會主動分擔照顧工作

我覺得不滿意的就是他沒有做到體貼我，就是我在很辛苦的帶小孩…都是我要想交給他，他
才會帶，不會是說他會主動問我說，只有兩種情況他會主動說，一個是我身體真的不舒服…
一個就是我今天真的很不幸禮拜六禮拜天還要加班，就是在家要做事，就是做公司的事，然
後他會主動幫我帶小孩…當我今天身體很好很健全，然後沒有什麼事的時候，他絕對不會主
動幫我帶小孩。（F-2）

三、理想母親角色

受訪者對理想母親的期待亦為三個部分：生活互動方面有 1.照顧、2.滿足需求、3.全
職母親、4.陪伴、5.可依子女喜歡的方式付出；教育方面則是 1.正確的教導及教養內容、2
教育方式拿捏良好；在心理層面則有 1.提供愛、2.讓子女能信賴和依賴。

(一)生活互動

1.照顧

兩位女性受訪者及四位男性受訪者認為理想母親應該要能負起照顧孩子生活之責，要
能花越多時間越好（I-2）、全心全意照顧孩子（E-1）、將她的索以時間都奉獻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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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母親喔！應該是說…把小朋友…應該是說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都…很 ok。（A-2）

好母親喔，我覺得除了工作以外的時間啊，就是應該是要多花點時間去照顧他。我覺得好母
親應該是，我覺得花越多時間越好，在他身上越好。（I-2）

就是全心全意照顧小孩，然後小孩子你要是就是說能夠怎麼講，其實他現在就是已經是在全
心全意照顧小孩，就是陪他們玩，照顧他們生活起居，其實這樣對我來說跟他們一起成長一
起學習 ok啊。（E-1）

可能我這方面比較傳統吧，好媽媽就是..可能傳統就是，吃喝拉撒睡一手拉拔。（G-1）

就是她把所有時間都給小孩了嘛，除了上班時間以外的所有時間，全部都是給小孩，吃飯、
洗澡、睡覺、遊戲。（H-1）

好媽媽的話，也是要花時間吧。我都是決定要花時間的這種的，陪小朋友最重要。（I-1）

2.滿足需求

亦有受訪者提到理想母親應該要滿足孩子的需求，包括基本的物質生活、以及心理層
面，都要能顧及孩子的所有狀態。

一個好的母親的話，就盡量滿足一個小孩的…該有的東西啦…我會盡量說…比如說該看的書
啦、該吃的…基本應該要有的食物啊，盡量去滿足她。比如說小朋友的一些活動，也是盡量
陪著她玩遊戲，或者是看書什麼，我是希望可以扮演好這個角色，就盡量陪她這樣子。（A-2）

就是說希望可以盡量滿足小朋友的一些…不管是身體或是心理的一些狀況，因為我覺得這樣
會影響這個小孩的一生…某部分沒有滿足到，可能就會影響她長大之後某些部分的需求會不
一樣。（A-2）

第一個滿足小朋友的心理，心理，不是生理喔，是心理，然後再來才是生理。（C-2）

3.全職母親

有三位女性受訪者認為其實最好的理想母親狀態是當個全職媽媽，最好要能整天都陪
伴孩子，顧及孩子各種生活層面。

我很想要做到就是一整天陪陪他啊…可以每天都變化不一樣的菜色啊，或者是什麼的，然後
就像有時候請假然後帶他，就覺得超級悠閒，就帶他去吃個下午茶，然後帶他玩一玩，然後
回家洗澡，然後等先生回來，那是我想要過的日子。（C-2）

好媽媽喔，嗯，就小孩可以顧得到，然後家裡也都可以顧得好…你如果是一個可以全心全意
帶的小孩，然後又可以…比如說他吃的東西，就不是隨便弄一弄，就是都很精緻啊，然後都…
什麼各種營養都可以顧到，然後穿也都是把他弄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漂漂亮亮的這樣。
（D-2）

像我覺得我媽媽就是好媽媽，就是那時候我們小時候也是…他也是把我們帶到上小學之後，
他才又再出去工作，那就等於他在四處去工作之前，他等於就是全心全意就是在家顧小孩，
然後就都把小孩照顧的很好這樣子。（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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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好媽媽就是可以全職媽媽的話，就更好這樣子。（I-2）

4.陪伴

有四位女性受訪者認為陪伴孩子是很重要的事情，顧理想母親最好能全程地陪伴跟參
與孩子的生活。

理想的好媽媽喔，我覺得如果能做到他們那種完全的陪伴，我覺得其實是也是一件蠻美好的
事情，就是整個全程的陪伴他們的生活…就如果是可以的話，我覺得就是全程的陪伴，然後
全程陪小孩子玩什麼，我覺得那個是蠻好的。（E-2）

能夠就是說每天都訂那個時間表，然後就是陪孩子玩，然後陪他看書，然後陪他玩遊戲，然
後做任何可能啟發他的一些智力或是什麼有的沒的東西…能夠照顧他所有的細節，可以暸若
指掌，然後一發現什麼都可能馬上去問醫生，或者是馬上就是去知道有這樣的狀況是好或不
好這樣子……我就覺得這個真的是…就是他的教育和他的成長生活全都參與到，我覺得這很
理想的、很棒的。（F-2）

在他小的時候啊，我覺得那個就是父母的陪伴對他成長很重要，因為小朋友還小的時候，他
比較需要的是安全感，這個是在他長大之後，對他影響比較深的…我覺得就是陪伴他吧，陪
伴，不管是陪他玩、陪他唸書之類的。就是給他…給他很多安全感，給他很多 up。（G-2）

陪他這樣子…我覺得那個時間蠻重要的。（I-2）

5.可依子女喜歡的方式付出

受訪者 H-2 認為理想的父母親形象應該按照孩子的狀況給予付出，但不能過度溺愛孩
子。

是不是真的好爸爸或是好媽媽，我覺得重點是看小孩子喜歡的是什麼樣的方式，我覺得說他
想要做什麼，可以不危險的，當然就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但是不能太超過，不能說過於溺愛
而導致的這個太超過，我覺得這樣就好了。（H-2）

(二)教育

1.正確的教導及教養內容

理想母親還有負起教育孩子的責任，包括正確地教導孩子，有禮貌（A-2）、注意孩子
的發展（B-2）、正確的價值觀（D-2）、重視人格及品行（G-2）等。

把小朋友教得…就是說該有禮貌的時候有禮貌啊！（A-2）

營造一個環境啊，然後可以讓他快樂學習、該有的一些常規…對我來講母親的角色應該讓他…
幫他安排，比如說他每一個時期的發展，這是我覺得我做幼教我覺得說要安排他們的發展，
然後為之後做一個基礎。（B-2）

我覺得就是應該要就是等於是你生了他就是要養他教他，我覺得很重要，對，所以我會覺得
就是教育他。（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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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吧，我覺得教育方面也很重要，就是你可以給他..交給他正確的人跟價值觀。（D-2）

我覺得教育就是給他一個正確的、好的觀念，我覺得很重要…我們不會很要求說小孩子的功
課一定要多好…反而是比較重視他的人格發展，還有品行這一方面的，所以我覺得我要給他
有這些，我會給他這一方面很多的一些…從小就要給他這些觀念。（G-2）

就是教他一些，我覺得是花多一點時間，妳才有辦法去教他一些什麼東西啊。（I-2）

對小朋友的一定管教教導這方面一定要有的。（F-1）

2.教育方式拿捏良好

教育方式的拿捏也很重要，受訪者 H-2 認為過與不及皆不可，受訪者 I-1 則認為與孩
子良好的溝通很重要。

你不能夠說太嚴，或是太被寵膩，我覺得這樣對我的標準來說也是不行，我不一定要他有一
個標準在，但是他要有一個規矩在，大概是這樣子。（H-2）

然後是不要，盡量少用那種責罵的語氣去跟小朋友講話，要比較用溝通的方式，因為我覺得
溝通很重要。（I-1）

（三）心理

亦有受訪者提到理想母親應該要能提供心理層面的需求滿足，例如提供孩子夠多的愛
（A-2）、讓孩子對母親是有信賴感的（H-2）、願意分享（F-1）。

1.提供愛

要給小朋友夠多的愛啦，因為這個還蠻重要，因為其實小孩子她沒有夠多的愛，她可能以後
會有…沒有安全感或什麼…因為如果說你可能…小時候沒有得到夠多的母愛…可能就會影響
她長大之後某些部分的需求會不一樣。（A-2）

2.讓子女能信賴和依賴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下課回來的時候，不管什麼事情他都會告訴我…如果他對你是信賴的，他
覺得這個東西他很害怕，他會告訴你，我覺得這樣就夠了。（H-2）

他願意把所有的事情給母親分享，告訴他媽媽，就是然後……應該是這麼說吧，就是說至少
家庭是讓他…至少一個在情感上的一個避風港…（F-1）

四、達成理想的困難

以上為受訪者對理想母親之期待，然難以達成理想型的困難之處在於：1.因工作無法
成為全職母親、2.個性缺乏細心和耐心、3.與丈夫對子女教育缺乏共識。

1.因工作無法成為全職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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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工作啊，就是我都還沒有辦法..就可以全心全意帶他，就是全部的時間跟著他，因為目前
你就還沒有辦法做到說可以不工作就帶他。（D-2）

就是我的時間會被工作佔去大部分，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陪伴，對，我覺得那個時間是
最大的不足的地方…工作上時間就佔掉一大半，所以回家之後跟小朋友相處的時間，勢必就
是相對的就減少。（E-2）

我覺得我自己做不到，一方面就是我剛剛講到的錢，我一定要賺錢，我沒有辦法兼顧到全職
帶他。（F-2）

阻礙喔，有啊，第一就是工作，對啊。就是工作耗費太多那個時間。（I-2）

2.個性缺乏細心和耐心

我覺得我本身可能沒有這麼有信心，這麼細心這麼有耐心。（F-2）

3.與丈夫對子女教育缺乏共識

譬如說我就會覺得他現在應該聽得懂我講的話，那有一些什麼行為我告訴他不可以這樣做，
那我的口氣就會稍微再硬一點，或是說比較兇一點，他就會覺得說你不要對他這麼兇。（H-2）

（陸）如何兼顧家庭與職場工作

面對家庭與職場工作之兩難，受訪者有提到一些兼顧平衡之方法，包括在工作職場中
的改變、心理層面的調適、在家庭中的調整、找他人協助或是運用育嬰假留職停薪，分別
說明如下：

一、工作上

從受訪資料中可歸納出受訪者在工作職場方面的調整方式有：1.減少應酬或聚會、2.
調整工作時間、3.與上司或同事溝通(公司提供員工友善的措施)。

1.減少應酬或聚會

例如…一些朋友的聚會就很少去，因為畢竟你自己有家庭啊，你就必須要以家為主。（A-1）

有時候朋友找就會出去或是幹麻，或是自己會去亂晃，現在就比較少，就沒事就早回家，就
陪小朋友。（I-1）

2.調整工作時間

以前是單身沒有結婚的話…我就是把事情做完，可能加到七八點、八九點我都覺得還 ok，可
是有了小孩之後，你可能就沒有辦法講說，我可能會留到八九點那麼晚的時間，因為還要回
家照顧小朋友。（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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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小朋友要九點睡覺，那可能超過那個九點了，我知道他們大概已經睡了，所以我比較放
心，我就儘量做到完這樣子…（E-1）

結完婚生小孩之後，我都能夠儘量小孩休息，休息晚上大概 11 點多再來做事情。（G-1）

所以我現在就會把說，以前在實驗室待得比較久的時候，就盡量，就分割嘛，就是早點去，
早點做完，或者是，能濃縮就濃縮。（I-1）

3.與上司或同事溝通(公司提供員工友善的措施)

剛好我的主管願意就是說…我們協調好，就是說…我的同事也願意 cover 我的工作，因為其
實在這段期間，要找一個短暫的人可能不是這麼容易，那可能我的工作變成加重我同事的工
作。（A-2）

我比較幸運就是說，公司基本上給我的彈性、給員工的彈性夠大，所以我倒沒有說真的那麼…
就是老闆也不會因為這樣子去指責說你為了家裡的事情或是什麼，我也事實上沒有因為太多
家裡的事情去影響到工作。（D-2）

就跟上面的長官溝通啊，除非真的要你去，你就非得去啊。（A-1）

我就說我可能家裡面有小朋友，我可能就先離開這樣。（E-1）

所以他（指老闆）也知道說家裡面有小朋友有兩個，那所以說那個我老闆他也會說，公司沒
什麼事，你就先走先回去。（E-1）

譬如說小朋友最近不舒服，早上有事情，那我其實我跟公司臨時講一下，我會晚點到公司，
頂多只是我晚點下班。（F-1）

或者是請、請學弟妹幫忙，就是會把工作排散。（I-1）

二、心理面：將工作家庭角色分離

有兩位女性受訪者提及其在面對工作家庭的衝突時其亦會調整心理狀態，將工作與家
庭的角色分離。

當然在工作上也會希望是扮演好工作上，職場的…其實我就會分得比較清楚啦，如果是在公
司的話，就會扮演好該工作的角色，但是回到家就是會變成不同的角色…角色的處理方式就
會不同這樣子。（A-2）

我覺得我在公司上班的時候，我會盡力做好我自己的部份，但是我不會把工作上的，比如說
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情緒帶回到家裡，我覺得工作上跟家庭就是分開的。（G-2）

三、家庭上

面對工作家庭之衝突，僅有女性受訪者提到在家庭方面可以有些調整作為，其方法包括：
1.犠牲親職角色、2.加強親職品質。

1.犠牲親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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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不要讓公司覺得說，結婚生了小孩，之後就工作上就可能…沒有像以前這麼認真，或者
配合度上不行或什麼之類的。那當然媽媽的角色可能…就變得多少會有所犧牲啊！（A-2）

我覺得就很難兩全其美，因為如果要上班的話，勢必就要犧牲到一些就是跟小孩子相處的時
間。（E-2）

2.加強親職品質

其實跟小孩子的關係是要用養出來的，就是要培養…所以我就是量不夠的時候，我就是儘量
去追求那個品質，對，我希望就是量不足，但我希望可以就是從品質方面去彌補這一塊，對，
就是儘量在相處時間，我們的品質是好的。（E-2）

四、找他人補充親職角色

其他面對工作家庭衝突的方式有請褓姆協助、或請另一半幫忙：

1.褓姆

因為我不敢留職停薪太久，然後就是只有請三個月，所以我的小孩是帶到五個多月的時候才
找褓姆的。（A-2）

有時候公司臨時要加班幹嘛的…保母就說沒關係，你帶過來，對。（C-2）

我會去想辦法，可以在家庭跟工作兩邊去做一個平衡點，所以我當初我的想法不見得是說我
要離職，當全職媽媽，我的想法是我要去找到一個保母，可以配合我的。（H-2）

這個保母她…比較好的一點是說她可以配合我的時間，就是說我如果比較晚下班，他也可以
幫我帶到那個時候，他不會固定說你幾點一定要來接…所以他可以讓我在工作的時候比較不
用擔心說，我是不是幾點到了，我要去接小孩，我的工作就必須得放著。（H-2）

2.另一半

(1)主要由母親來負責子女照顧

母親那邊就要多擔待一下，對小孩就要多照顧一下，沒有辦法啊。（A-1）

因為有時候我常常不在家，對啊，颱風天的時候基本上我都是在外面，只有老婆在帶小孩這
樣子，沒辦法，因為我工作就是這樣。（A-1）

可能會啦，衝突會是在要出差的話啦，我會比較跟我老婆討論，因為我出差就要麻煩他…（G-1）

就是跟老婆…因為就是我出差的話，小孩子要他來顧啊，要先跟他講一下，對啊…（G-1）

(2)父親協助子女照顧

有時候像如果我可能是工作得很累或者是什麼，就變成他要照顧小孩…（C-2）

保母是教我就是儘量放手讓他跟先生去玩，現在我兒子也好多了，他就會想到就會叫爸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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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早上起來就會叫爸爸一下，他就是已經有改變，不會什麼都要找媽媽。（C-2）

我有一些工作真的做不完了，我一定要拿回來家裡做的時候，他就會陪他玩這樣。（H-2）

因為我跟他說…如果說你一天都沒有在家，那照顧都我跟我婆婆這樣子…所以那時候我就跟
他說，看看能盡量挪一點時間早一點回來，幫忙分擔一點。然後，所以他現在後來才會早，
提早一點回來。（I-2）

因為小孩，我就說因為我這樣子太累了，然後他就說他就是把學校事情分配一下，所以他就
會早一點回來。（I-2）

五、育嬰假留職停薪

有兩位女性受訪者會運用公共政策資源，其請育嬰假留職停薪自行照顧子女，之後再
運用其他的資源（褓姆）以平衡職場跟家庭的衝突。

我的小朋友五個月以前都是我一個人帶的，因為那時候我就生完小孩之後我就辦留職停薪，
因為我不敢留職停薪太久，然後就是只有請三個月。（A-2）

但是我覺得現階段(目前請育嬰假)我…我的決定，我覺得即使說像工作上的一些失去，比起
我要跟我的孩子一起成長，我覺得那個…兩個相較之下，我覺得陪我的小孩成長是…是最重
要的。（G-2）

（柒）褓姆選擇及使用

一、褓母的選擇

根據訪談資料，受訪者夫妻對於使用保母的選擇可能有下列情形：1.與親友協商但無
法協助，故選擇褓母、2.雙方有共識選擇褓姆、3.母親決定要找保母、4.母親留職停薪照
顧後，再選擇由褓母照顧、5.家人同時身為褓姆。

1.與親友協商但無法協助，故選擇褓母

有七位受訪者表示原本希望由家人協助照顧子女，但在協商溝通後其他親友家人皆無
法協助，故他們才考慮由交由褓母照顧子女。其中Ａ夫妻及Ｄ夫妻對於選擇褓母之原因說
法相同，其事先尋求親友協助未果後，才考量聘請褓母。

因為…本來以為是家庭要帶啦，本來以為是家裡長輩要帶，後來發現家裡長輩也都有其他事
情要做。家裡長輩就是比較不方便，所以就靠找社區褓姆。（A-1）

嗯…因為那時候我本來在懷孕前的時候，本來生小孩之前，會希望是兩邊的家長…就是我婆
婆跟我爸爸那邊，可能期望他們是不是要帶小朋友。那可是後來協調兩邊都不行，所以那時
候才會…（留職停薪）。（A-2）

我們本來是請我媽幫我帶，可是後來我媽就跟我說，她沒有辦法，因為她還要照顧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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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小朋友..她就說剛出生的小朋友是最難帶的，她就覺得怕她沒有盡力，然後所以後來我
們才想說，好吧，那就算了，我就去找保母好了…（C-2）

其實我們兩個都有啦，那其實我一開始我是蠻反對的，因為一開始妹妹是我媽媽在照顧，我
本來是想說就讓我媽媽照顧，後來我為什麼會同意是因為現實環境沒有辦法，因為我們從內
湖要搬出來，除非是住在內湖附近，否則我媽媽是很難…（D-1）

就是討論到最後就是非常確定說，爸爸媽媽那邊可能沒有…當然那時候也有考慮說是不是可
以搬過來一起住啊，或是等等，各個可能的方式都在討論，後來就是確定說我們可能沒有辦
法，那才決定說我們就是往找保母這個方向走…（D-2）

可能是我，因為那時候就是我說一開始本來我說婆婆可以幫我們帶，然後結果後來就不行了，
因為阿嬤那邊生病，就不能帶，然後所以後來…因為我媽媽那邊是本來就說不能帶，然後因
為我媽媽身體本來就不好，她不想帶小孩太累，然後所以那時候我婆婆..知道我婆婆不能帶
之後，我們就尋找保母的方式，然後所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說，找保母。（F-2）

應該是說他一直以來都希望說，不是希望，他是說他覺得保母要花錢，所以我先生本來一開
始他是想要說給那個阿公帶…（H-2）

我說我不要，我說我沒有辦法忍受這種小孩離我這麼遠，而且會更不親，我說我寧願我要半
天，我半天我自己帶。（H-2）

2.雙方有共識選擇褓姆

有七位受訪者提到，一開始權衡夫妻工作狀況及親友狀況下，覺得聘請褓母是較佳的
選擇，故夫妻雙方便達到共識要由褓母照顧子女。其中Ｅ夫妻及Ｇ夫妻的說法一致，從訪
談內容中可知聘請保母照顧子女確實是夫妻兩人之共識。

嗯…我跟我老婆我們兩個都覺得要請褓姆就對了，因為我們的時間沒有這麼多，畢竟我們都
要上班。對啊！我們衡量過後，我們覺得我們請褓姆是比較符合我們經濟價值的。（B-1）

喔！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有共識啦！因為我爸媽還在上班，然後…我岳父岳母他們家住宜
蘭。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如果是我爸媽一定不可能幫忙帶，然後如果是岳父岳母的話，
我們又很久才有辦法回去一趟，就是可能比較勤勞一點的話，每個禮拜回去一次；那如果遇
到什麼事情的話，可能變成是兩個禮拜，那就覺得說小孩子可能跟我們會慢慢會有疏離感，
會有陌生的感覺。所以我們希望是，能夠在身邊，至少…我們雖然上下班，然後下班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小朋友，可以帶他、可以跟他講講話。（C-1）

其實我跟我老婆都有共識啦，因為自己的爸媽就沒辦法，第二順位就是找保母，大家是有個
共識在，因為之前…以前也是平常同事都是找保母，看到那個電視也說就是找保母，因為有
懷孕之後我們就會開始去…只要一有保母的事情，我就會特別去注意這樣…（E-1）

因為就覺得說要工作了之後，等於下一步就是開始要找合適的保母來帶小朋友，所以那個想
法就是我們決定還是要工作的時候就會想說，那既然要上班的話，托育就會是一個問題，所
以就是開始積極找保母這樣子…（E-2）

也沒有說誰提，好像也是就討論出來就是找保母啊，就直接第一個想法就是找保母啊…（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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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經有共識了…（G-1）

我覺得是…我覺得是一個共識吧，因為我們就是知道，因為我們兩個都在上班啊，然後我婆
婆也在上班，然後我…我自己娘家那邊也沒有辦法幫我帶，所以，我們就是有共識就是請保
母，對。（G-2）

就是因為我家…我的那個就是父母親住在高雄，那老婆的那個媽媽是…雖然是住台北，但是
可能也不方便帶，因為她媽媽是單親，所以也不是那麼方便帶，那所以我們在沒有家庭的奧
援之下，就直接、就非常快速的決定要找保母。（H-1）

3.母親決定要找保母

有兩位受訪者提到是由妻子首先提出要由褓母照顧子女，受訪者 B-2 之職業為幼教老
師，故其了解褓母之相關議題，因此就與家人商討要聘請社區保母。受訪者 F-1 則表示是
由其妻子提出要找保母。

我提出的。因為我之前在學幼教，我就知道社區褓姆這一塊，那因為我本身也是有褓姆執照，
所以我就對這一塊我就覺得說我自己很堅持。因為雖然說沒有證照的褓姆，以前人家會覺得
說他比較熟啊、帶得比較好，可是我覺得說要給專業的，然後有證照，至少我比較信得過。
然後也他…如果他有簽約嘛！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保障、對褓姆來講也是一個保障。所以我
就很堅持跟我婆婆啊、跟我先生溝通說，你一定要找一個社區褓姆這一塊。對！（B-2）

應該是我老婆吧，應該是我老婆先提，因為其實當初..其實有人在介紹保母啦，有的話我老
婆是覺得說要不要找一個…因為介紹那好像都是鄰居朋友，他會覺得是希望…至少社服有點
訓練，或是說什麼單位在後面做運作，會比較有保障，可能會保母…至少有個認證我們會比
較安心…（F-1）

4.母親留職停薪照顧後，再選擇由褓母照顧

受訪者 A-1 原先採用留職停薪自行照顧孩子的方式，但育嬰假結束後為了銜接後續子
女照顧，因此聘請褓母照顧。

本來沒有打算要育嬰留職停薪的，但是因為那時候兩邊的家長都沒有辦法帶小孩，又不忍心
小孩一下子就去褓姆家，…就會想說要不然找褓姆好了，可是因為想說這麼小就去褓姆家，
所以才會我自己一個去帶小孩，那想說等小孩大一點、穩定一點才去找褓姆。（A-2）

5.家人同時身為褓姆

受訪者夫妻 I-1、I-2 原本就打算請 I-1 的母親照顧子女，後得知有社區褓母相關訊息
後，便鼓勵 I-1 的母親去上課考取證照，因此其照顧者同時為家人亦身兼褓母的工作身分。

一開始的想法當然是先給，就想說先給我媽媽帶，那既然這樣子的話，那我覺得，那時候也
覺得剛好也有這個保母機會，就是讓媽媽去學習。（I-1）

找保母照顧小孩，其實我保母是我婆婆。（I-2）

對啊。因為想說，就是如果既然要請保母帶的話，還不如就是婆婆考到的話，因為如果我婆
婆帶的話，就是一樣有那個補助，對啊。然後因為也，其實我想讓婆婆保母，也是想說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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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個，就是概念會比較有一點，然後帶小孩會，也會比較知道說什麼要注意、什麼，就是
現在什麼可以吃這樣子，比較能夠有那個概念，嗯，對。（I-2）

二、對親職角色影響

從訪談資料中可知，受訪者認為使用褓姆對親職角色有下列的功能或影響，包括：1.
褓姆能教育孩子、2.增加雙親的親職功能、3.照顧好孩子，減輕在家照顧的負擔、4.緩和
父母親的負面情緒、5.可協助臨時托育。

1.協助教育孩子

因為她在…我不在的時候可以增加一些小朋友學習的東西…的一個角色，我覺得還不錯。
（A-2）

她會教他們一些東西，對！其實…她其實那邊她有準備很多書，然後…她會念書給他們聽，
然後會去教他們一些事情。（C-1）

2.增加父母親的親職功能

我覺得是保母他也會告訴我說你要怎麼去教他，像有問題我就會打電話問保母說，那現在怎
樣，那我要怎麼處理？像現在要開始訓練他自己大小便，那保母就會教我說你每天就是怎麼
做。（C-2）

因為畢竟她比較有經驗，就問一下她，那說可能要長牙了這樣子，類似這樣的方面…知識啦！
（B-1）

算是一種輔助的作用，因為其實我沒有辦法時時刻刻陪在他身邊、去教他一些事情，可是其
實褓姆教他事情，她也會告訴我們說她是怎麼樣教他，我們也可以用那種相同的方式去…去
引導他。（C-1）

3.照顧好孩子，減輕家長在家照顧的負擔

幫小朋友照顧的很好，大致上是這樣。（A-2）

有幫助，因為你保母照顧得好的話，相對的你自己晚上帶回來的時間的話，因為他在保母家
的那種生活模式已經是固定的。（E-1）

那如果你在保母家照顧的很好，能夠冷暖都可以注意得到的話，自然而然在家裡面就少很多
事情了。（E-1）

加分。因為就輕鬆很多。我覺得真得是輕鬆很多。對啊！至少我女兒哭鬧的時間減短了。（B-1）

4.緩和家長的負面情緒

我如果是全職的媽媽的話，那我就要一天二十四小時陪孩子，那當孩子一有情緒，他哭鬧之
後，因為大人也會有情緒在，然後就對他生氣啊什麼等等的，整個爆發出來。可是如果當有
褓姆的加入進來的時候，我們可以把一半的時間給褓姆，然後我們會有自己的獨處的空間。
那回來看待他，就算他吵了，那也不會一下子就發脾氣，你會知道說要留意，然後好好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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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講。（B-2）

5.可協助臨時托育

很多情形他都可以幫我，有時候公司臨時要加班幹嘛的，或者是其實那時候他還小，我們要
去吃喜酒或幹嘛的，保母就說沒關係，你帶過來，對，所以就變成所有東西幾乎保母都弄得
好好的。（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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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劃預期產生之成果與貢獻如下：

（1）根據本研究發現所產生的政策建議，有助於解決我國生育率日益下滑的
問題，以及創造一個兩性平等、工作與家庭共容的永續社會。

（2）本計劃所產生的研究成果，預計可以發表 1-3 篇的學術論文，其中部份
論文可與外國學者合作，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

（3）透過與其他子計畫主持人的互動與分享，累積國內學者合作研究的經驗，
提升國內學術研究的品質。

（4）透過與外國合作研究學者的互動與經驗分享，建立國際合作研究的網絡
與經驗，並經由共同出版，提高台灣在國際學術研究社群的能見度。

（5）提供擔任本計畫研究助理之研究生完整的研究訓練，與其共同分享整個
研究的過程，包括從問題意識的形成、文獻的搜尋檢閱、跨國比較的研究方法、
問卷的設計與電話調查的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技術、到研究結果的呈現與出版
等；培養其研究計畫執行能力，以儲備未來之學術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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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研習心得報告
日期： 99 年 08 月 31 日

一、參與過程

（一）會議議程

Friday, 23 October 2009
From
13:00

Sandwich Lunch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ddress Sveavägen 160, Commons/Teacher’s Room, 6th Floor

14:00 Start of the meeting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Welcome to Stockholm, Marta
- Opening of the meeting, Teppo

14:30 Brief reports from national teams
- Short presentations of background country reports (max 15 min per country)
- Work done so far and planned to be done in 2009-2011 (max 10 min per
country)

 Sweden team, Marta & Petra & Ann-Britt
 Taiwan team, Ching & Li-yeh & Chin-ju
 Finland team, Teppo & Anu & Outi & Antti & Sonja & Kaisa
 UK team, Sue & Gary

16:3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qualitative papers/1 (organised by Outi & Anu)
- Yueh-Ching Chou: Making work to fit care: Reconciliation strategies of
working moth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 Sonja Miettine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innish family car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計畫編號 NSC 98-2621-M-004-002

計畫名稱
高齡化與少子化福利國家與照顧政策：家庭照顧者就業與照顧工作
共容與永續發展-福利國家體制、工作／家庭角色認同、與福祉(II)

出國人員姓
名

傅立葉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

會議時間
2009 年 10 月 23
日至 2009 年 10
月 24 日

會議地點 瑞典

會議名稱
WORKING CARERS AND CARING WORKERS（WoCaWo）3rd

INTERNATIONAL PROJECT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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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ti Teittinen : Family carers’ job description dimension: as a part of 
disability services and views of body and intimacy

18:00 End of day’s work

19:00 Dinner in the Commons Room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Indian takeaway
food)

Saturday, 24 October 2009

9:0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qualitative papers/2 (organised by Outi & Anu)
- Petra Ulmanen: Working daughters–A blind spot in Swedish elder care
policy
- Anu Leinonen: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al Caregiving: 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structures among siblings
- Gary Fry: ‘Things you can’t control’-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that affect
working age male carers
- Chin-ju Lin: The Reconcilia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of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NB! Chin-ju will present also the papers from Frank Wang
& Shu-man Pan and thus she will have double time for her presentation)
- Outi Jolanki: Changing cultural discourses and changing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older people’s care as an example

12:00 Lunch

13:00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of quantitative papers (organised by Ching)
- Kaisa Kauppinen: Combining employment and family at midlife–who cares
when grandmother gets sick?
- Marta Szebehely & Petra Ulmanen: Findings from the Swedish Time Use
Survey and the Labour Force Survey
- 6 Papers from Taiwan, presented briefly (5 min per paper) by Yueh-Ching
Chou

 Yueh-Ching Chou: Caring, employ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a
comparison of employed and non-employed mothers of adults with
ID

 Yueh-Ching Chou: Effects of Paid Work and Caregiving on Women's
Well-being in Taiwan

 Mei-Chun Lieu: Part-time Work: A Solution to Work-Care Conflicts?
Or a Gender Trap?

 Yiaing Shyu: Work and family caregiving reconciliation of adult
children family caregivers for older people with dementia: An
examination of role strai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Yiaing Shyu: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nflict between Caregiving and
Work for Predicting Caregiver outcomes of Elders with Dementia

 Yiaing Shyu: Conflict between caregiving and work moderates
predicted outcomes for caregivers of elders with de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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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Discussion on opportunities for comparative quantitative work in future (organised by
Ching)

15:30 Discussion on other future collaboration (organised by Teppo)
- Publication plan
- Leeds conference (& project meeting), July 2010
- Taipei conference (& project meeting), December 2010
- Other issues

17:00 Closing of the meeting

（二）與會人員

1. Britain
- Prof. Sue Yeandle, University of Leeds, UK, e-mail S.M.Yeandle@leeds.ac.uk
- Dr. Gary Fry, University of Leeds, UK, e-mail G.Fry@leeds.ac.uk

2. Finland
- Dr. Teppo Kröger,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Finland, e-mail teppo.kroger@jyu.fi
- Prof. Kaisa Kauppinen, Finnish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Finland, e-mail

kaisa.kauppinen@ttl.fi
- Dr., Research Director Antti Teittinen, Finnish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Finland, e-mail antti.teittinen@kvl.fi
- Dr. Anu Leinonen,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Finland, e-mail anu.leinonen@jyu.fi
- Dr. Outi Jolanki,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Finland, e-mail outi.jolanki@jyu.fi
- Dr. Sonja Miettinen, Finnish Association on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Finland, e-mail sonja.miettinen@kvl.fi

3. Sweden
- Prof. Marta Szebehely, University of Stockholm, Sweden, e-mail

marta.szebehely@socarb.su.se
- (Dr. Ann-Britt Sand, University of Stockholm/National Competence Center
‘Anhöriga’, Sweden, e-mail ann-britt.sand@socarb.su.se)

4. Taiwan
- Prof. Yueh-Ching Chou,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choucyc@ym.edu.tw
- Dr., Associate Professor Li-yeh F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liyeh.fu@msa.hinet.net
- Dr.,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ju Lin, Institute of Gender Studies,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cjlin20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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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一）報告資料

WOCAWO Project: Country Report of Taiwan
Li-yeh F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1. Contents of the Report
 Employment structure: gender difference
Care system for children
Car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2. Employment Structure: Gender Difference of Labor Participation
The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is 49.67%, which is 17.42% less than 
the 67.09% for men. (Table 1).
But the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for the age of 20-24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by 6.75%; and the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for the age of 
25-30 is lower than that of men only by 6.5%, which may be a result of
postponement of marriage and giving birth to children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Table 1)
Unmarried women’s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s for most age groups a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nmarried men. (Table 1)
But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women with spouse or co-inhabitant for
age groups of 20-60 are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men, with differences from
30.7% to 38.9%. (Table 1)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of divorced or widowed women for all age
groups are also lower than that of men, with an average difference of 20.7%.
(Table 1).

3. Care System for Children of 3-6 years old
Overall, 63.7% of the children of 3-6 years old receive day care services
(but the percentage for the age group of 5-6 years old goes up to 96%). The
remaining are mainly taken care of by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grandparents.
Among the children who receive day care services, about two thirds
receive private day care services, and only one third receive public day care
services. (Table 2).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provide a voucher of NT$5,000 per semester (6
months) to the children of 5-6 years old who receive services from 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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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day care organizations .
But the service fee of private day care usually go up to NT$10,000-15,000
per month, which is about the same amount for the service fee of public day
care for a semester (6 month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egin to provide free day care services to all children of 5-6 years old in
2011.

4. Care System for Children of 0-2 years old
Only 1.2% (4,641) of the children under 2 years old receives services of
day care organizations. The remaining are mainly taken care of by family
members or hired baby sitters.
 There is no public day care services for children of under 2 years old.
Although there is a certification system for baby sitters, the services are
provided in the sector of informal economy without any regul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43,000 certificated baby sitters, but probably
only half of the number are actually in practice.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begins to provide a voucher of NT$3,000 per
month to the children under 2 years old of dual-earner families with annual
income less than NT$1,500,000 which hire certificated baby sitters or use
services of day care organiza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policy is to promote
women’s employment and to put the baby sitters under the public supervision.
But the average service fee for baby sitters is NT$15,041 per month,
which is more than half of the average wage (NT$29,340) of employed
women of 25-34 years old.

5. Care System for the Elderly
Currently 38,287 elderly receive institutional care and 25,058 elderly
receive home care services.
But 165,898 families employ migrated foreign care workers, which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elderly who use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mong the elderly who receive institutional care, 13% receive services
from public-run/public-owned organizations, 25.5% receive services from
NPO/NGOs, and 61.4% receive services from small private organizations.
(Table 3)

6. Care Policy for the Elderly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pays for both institutional care and home care
services for low-income families, but only subsidize the home care services to
general families by about 60% of the exp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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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amily which employed migrated foreign care workers is not eligible
for the subsidy.
 The government is now planning for a national long-term-care insurance
program which is to be legislated next year.

7.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pplying the typology and indicators developed by Korpi(2000), it is
found that Taiwan performs very poorly in terms of “the general family 
support model” indicators, and is moving from “the market-oriented model”  
toward “the dual-earner support model” since the revision of the 
Gender-Equality Employment Law passed last year, which provides 6-month
parental leave with payment of 60% of wages for each parent worker with
children under age of 2. (Tables 4 and 5)
 In terms of indicators of gender equality,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for the age group of 25-54 years old in Taiwan is only next
to Italy and Japan among the 18 OECD countries, but the difference for the
age group of 25-34 years old is similar to Finland and smaller than some of
“the market-oriented model” countries. (Table 6)
 In terms of the indicator of gender-role ideology, Taiwan is very
conservative, of which th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ho hol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employment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age 
group of 55-76 years old in “the general-family support model” countries. 
(Table 6)
Note: Th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employment are measured
by the 9 ques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二）表格資料

 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in 2008 (%)
 Table 2. Day Care Organizations in 2009
 Table 3. Long-term Nursing and Caring Organizations for the Aged in 2008
 Table 4. Indicators of the General Family Support Model
 Table 5. Indicators of the Dual-Earner Family Support Model
 Table 6. Indicators of Gende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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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ender Difference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in 2008 (%)

Sources：行政院主計處 97 年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year/97/table40.xls

Men Women Difference of men and women

age Total Unmarried
With

spouse or
coihabitant

Divorced,
separated,
widowed

Total Unmarried
With

spouse or
coinhabitant

Divorced,
separated,
widowed

Total Unmarried
With

spouse or
coihabitant

Divorced,
separated,
widowed

15-19 10.07 10.05 32.89 - 9.39 9.3 32.76 - 0.68 0.75 0.13 -
20-24 48.1 47.17 90.56 88.65 54.85 54.86 54.44 63.61 -6.75 -7.69 36.12 25.04
25-29 88.32 86.74 97.67 93.07 81.82 89 64.69 81.87 6.5 -2.26 32.98 11.2
30-34 94.19 90.96 98.21 92.36 75.5 91.29 66.27 80.58 18.69 -0.33 31.94 11.78
35-39 95.52 89.29 98.25 91.21 72.39 89.2 67.33 83.86 23.13 0.09 30.92 7.35
40-44 93.96 82.18 96.63 86.97 69.14 84.13 65.93 80.12 24.82 -1.95 30.7 6.85
45-49 90.69 71.75 93.47 81.99 61.72 72.52 59.54 71.03 28.97 -0.77 33.93 10.96
50-54 82.69 59.48 84.82 74.3 49.44 67.55 47.79 53.31 33.25 -8.07 37.03 20.99
55-59 68.64 47.23 70.29 58.43 33.06 49.95 31.51 36.83 35.58 -2.72 38.78 21.6
60-64 45.87 30.56 46.93 38.41 18.56 30.93 18.17 18.93 27.31 -0.37 28.76 19.48
65- 11.74 5.83 12.78 7.88 4.64 11.81 5.83 3.2 7.1 -5.98 6.95 4.68
Total 67.09 58.88 73.99 51.6 49.67 58.38 49.11 30.88 17.42 0.5 24.88 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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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ay Care Organizations in 2009

Day care organizations No. of organizations No. of accommodations
Public 1,856 (26%) 142,180 (32.6%)
Private 5,316 (74%) 294,032 (67.4%)
Total 7,172 (100%) 436,212 (100%)

Sources：
1.教育部統計處 幼稚園概況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98edu_21.xls
2.內政部統計年報 托育機構概況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4-06.xls

Table 3. Long-term Nursing and Caring Organizations for the Aged in 2008

No. of Institutions No. of
Accommodations No. of Inhabitants % of Vacancies

Public Institutions. 16 (1.5%) 5,076 (9.6%) 3,702 (9.67%) 27.1%
Public Ins. Run by

NGOs. 9 (0.9%) 1,813 (3.4%) 1,276 (3.33%) 29.6%

NGO/NPOs 107 (10.3%) 14,855 (27.9%) 9,795 (25.5%) 34.1%
Small Private Ins. 910 (87.3%) 31,416 (59.1%) 23,514 (61.4%) 25.1%

Total 1,042 (100%) 53,160 (100%) 38,287 (100%) 28.0%

Sources：內政部統計年報 老人安養養護機構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4-15.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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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Indicators of the General Family Support Model

Universal Child
Allowance

Tax Benefits to
Minor Children/
Economically
Non-active
Spouse

Public Day Care
for Children of
3-school age

General Family
Support

Ireland US$2,628
8 % of AW N.A. N.A.

Italy 0 0 88%

Netherland US$1,488
3 % of AW

US$384
2.8% of GNP 53%

Belgium US$1,739
3 % of AW

US$1,118
8.7% of GNP 95%

Germany US$2,530
4 % of AW 0 78%

Austria US$2,986
6 % of AW N.A. N.A.

France US$979
2 % of AW

US$699
4.9% of GNP 95%

Average 3.7 % of AW 3.3% of GNP 81.8%
Dual-Earner Support

Norway US$1,987
3 % of AW

US$342
1.7% of GNP 40%

Denmark US$2,306
4 % of AW 0 85%

Finland US1,643
3 % of AW

US$198
1.2% of GNP 59%

Sweden US$1,865
4 % of AW 0 79%

Average 3.5% of AW 0.7% of GNP 65.8%
Market-Oriented
Model
Japan 0 N.A. N.A.
Australia 0 0 26%

Swiss US$1,950
3 % of AW N.A. N.A.

Bratain US$1,883
3 % of AW 0 38%

New Zealand 0 N.A. N.A.

U.S. 0 US$685
3.3 % of GNP 14%

Canada 0 US$851
5.4 % of GNP 35%

Average 0.9% of AW 2.2% of GNP 28.3%

Taiwan 0 0 1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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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Indicators of the Dual-Earner Family Support Model

Public day
care to
children
0-2 years
of age

Paid leave (% of replacement of previous earnings)
Public
home
care to
the
elderly比例 Maternity leave Parental leave Paternity

laeve
Dual-earner
Family Support
Norway 12% 100% x 9weeks 80% x 48weeks 75% x 8weeks 17%

Denmark 48% 100% x18weeks 100% x 32weeks 100% x
2weeks 12.9%

Finland 32% 96.6% x
17.5weeks 23% x156weeks 71.3% x

8weeks 7.4%

Sweden 32% 80% x 12weeks 73.3% x
72weeks

79.5% x
11.7weeks 9.8%

Average 31% 94.2%x14.1week
s 69.1%x77weeks

81.5%x7.4wee
ks 11.8%

General Family
Support

Ireland N.A. 37.9% x
48weeks N.A. 0% x 14weeks N.A.

Italy 5% 76.2% x
21weeks 30% x 12weeks N.A. 0.6%

Netherland 2% 100% x 16weeks N.A. 100% x
0.4weeks 13.1%

Belgium 20% 75.3% x
15weeks

21.7% x
12weeks 60% x 2weeks 5.8%

Germany 2% 100% x 14weeks 66.9% x
52weeks N.A. 6.6%

Austria N.A. 100% x 16weeks 16.1%
x104weeks

100% x
0.4weeks 13.8%

France 20% 100% x 16weeks 19.9%
x156weeks

100% x
2weeks 3.5%

Average 9.8% 84.2%x20.9week
s

30.9%x67.2week
s 72%x3.8weeks 7.2%

Markert-Orient
ed Model
Japan N.A. 60% x 14weeks 60% x 52weeks N.A. 9.8%
Australia 2% 0% x 6weeks 0% x 52weeks N.A. 3.3%
Swiss N.A. 80% x 16weeks N.A. N.A. 12.3%

Britain 2% 23.8% x
39weeks N.A. 15% x 2weeks 6.9%

New Zealand N.A. 50% x 12weeks N.A. N.A. 12.5%
U.S. 1% 0% x 12weeks N.A. N.A. N.A.

Canada 5% 55.3% x
15weeks

55.1% x
35weeks N.A. N.A.

Average 2.5% 38.4x16.3weeks 38.4%x46.3week
s 15% x 2weeks 9%

Taiwan 0% 100% x 8weeks 60% x 52weeks 100% x
0.4wee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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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ndicators of Gender quality

Nation
Gender Difference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with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womne’s 
employment(%)

25-54 of
age

25-34 of
age

25-54 of
age

55-76 of
age

General Family
Support
Ireland 19.7 14.6 36 58
Italy 25.8 20 34 48
Netherland 12.2 9.5 27 46
Belgium 13.5 9.3 N.A. N.A.
Germany 13 14.4 38 56
Austria 11.5 12.9 34 54
France 11.3 12.9 N.A. N.A.
Average 15.3 13.4 33.8 52.4
Market-oriente
d Model
Japan 26 25.4 39 47
Australia 15.5 18.3 34 49
Swiss 12.3 11.4 N.A. N.A.
Britain 13.4 16.5 27 40
New Zealand 14.4 18.3 32 47
U.S. 14.7 16.3 28 43
Canada 9.5 10.4 21 35
Average 15.1 16.7 30.17 43.5
Dual-Earner
Support
Norway 5.8 4.6 24 49
Denmark 7.1 8.4 N.A. N.A.
Finland 5.4 12.5 N.A. N.A.
Sweden 5.6 7.2 18 30
平均 6.0 8.2 21 39.5
Taiwan 22.28 12.4 51.25

Sources:
1. OECD.StatExtracts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台灣行政院主計處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8844&ctNode=4943。
2 Walter Korpi(2000)；台灣資料來源為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執

行報告，調查樣本為 18 歲以上年齡人口。http://srd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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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紀錄

1. Country reports from national teams
UK, Sweden, Finland and Taiwan on social care systems, policies and services for

older people, children and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Sweden team, Marta Szebehely & Petra Ulmanen & Ann-Britt Sand
 Taiwan team, Li-yeh Fu & Yueh-Ching Chou
 UK team, Sue Yeandle
 Finland team, Teppo Kröger & Sonja Miettinen & Antti Teittinen

2. Presentations of article manuscripts & drafts
(1) Qualitative papers

- Antti Teittinen : Family carers’ job description dimension: as a part of 
disability services and views of body and intimacy (discussant: Ching)

- Yueh-Ching Chou: Making work to fit care: Reconciliation strategies of
working moth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discussant:
Sonja)

- Sonja Miettine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innish family carers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discussant: Chin-ju)

- Anu Leinonen: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al Caregiving: Maki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structures among siblings (discussant: Sue)

- Gary Fry: ‘Things you can’t control’-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that
affect working age male carers (discussant: Antti)

- Chin-ju Lin: The Reconciliation of Work and Family Life of
Immigrant Women in Taiwan (Chin-ju Lin presented also papers
from Frank Wang & Shu-man Pan) (discussant: Marta)

- Outi Jolanki: Changing cultural discourses and changing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older people’s care as an example (discussant: Gary)

(2) Quantitative papers
- Kaisa Kauppinen: Combining employment and family at midlife –who

cares when grandmother gets sick? (discussant: Li-yeh)
- Marta Szebehely & Petra Ulmanen: Findings from the Swedish Time Use

Survey and the Labour Force Survey (discussant: Teppo)
- 4 Papers from Taiwan, presented by Yueh-Ching Chou (discussant:

Kaisa)
 Yueh-Ching Chou: Caring, employ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a

comparison of employed and non-employed mothers of adults with
ID

 Yueh-Ching Chou: Effects of Paid Work and Caregiving on
Women's Well-being in Taiwan

 Yea-Ing Shyu: Work and family caregiving reconciliation of adult
children family caregivers for older people with dementia: An
examination of role strai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Yea-Ing Shyu: Conflict between caregiving and work moderates
predicted outcomes for caregivers of elders with dementia

3. Discussion about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1) Comparative work

The group discussed chanc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nd compar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sets and findings. In practice plans to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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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urvey data and to d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n the basis of new
quantitative data-sets were postponed. For the moment it is easiest to first look if
the data sets available give material to compare findings in each country. It was
stat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of each country need to have a closer look at what
kind of data exists (questions, sampling etc.). Some of this information has
already been exchanged, e.g. Taiwanese partners have delivere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questionnaires and data collected. In Finland, Sweden and Britain
there are some quantitative data-sets on working carers (that already exist) that
may have similar elements that could be compared.

Qualitative comparisons (e.g. between two countries) were strongly encouraged,
that is, joint writing between researchers from several national teams. Nationally
gathered interview data on carers of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could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suc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perhaps the same
would be true for carers of older people, as well.

Discussions about the time-table and forms of collaboration as well about
funding will continue in future meetings.

(2) Future conferences and WoCaWo meetings
- 5th International Carers Conference, 8–11 July 2010, Leeds, UK
 Panel/Thematic group of WoCaWo group? Registration as a group or as
individuals?
 Abstract deadline 31 December 2009 (paper presenters have a reduced
conference fee)
 WoCaWo Project Meeting 7 July 2010 (but perhaps we could meet also
on 8 July as the conference starts only with reception in the evening of 8
July?)

-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ese Family Caregiver
Association/International Symposium, 3–4 December 2010, Taipei, Taiwan
 Accommodation can be arranged by the organizers
 WoCaWo Project Meeting 1–2 December 2010

- Final WoCaWo Project Meeting/Conference 2011, Jyväskylä, Finland
 April 2011 (in the meeting we did not yet set the month but I would now
like to suggest April and the place to be in Jyväskylä)

(3) Book plan
 An edited collection in English from 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Sue and Teppo will be the editors
 Focus on working carers of both older people and disabled people
 Theme/topic of the book? Sue and Teppo will contact possible publishers
(Policy Press, others?) to find out publishers expectations/wishes
 Organization of the book: country chapters or comparative chapters? Or
both e.g. Part I country chapters and Part II comparisons of findings, policies
etc?
 Who will participate? Do we need other writers outside the Wocawo
group?
 Sue and Teppo will develop further these first ideas, working towards a
book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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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此為 WoCaWo 四國合作的第三年會議，然個人則第一次參與，在參與本次

會議的過程中有所收穫及學習，以下有點建議提供我國在國際交流上之參考：

（一）在參與會議過程中，感覺其他國家之學者從前兩年的合作中已建立相當不

錯之情誼，不同國家的團隊交流有許多互動及討論，在彼此的研究中能提

供很多的支持、建議及協助，並且感覺他們並不會因為計畫結束而停止互

動，其因為長期建立的合作關係在往後也會繼續交流。這樣的中長期合作

計劃模式值得國內參考學習，透過較為長期的計畫能讓學者們之間建立更

好的合作關係。

（二）在會議中有許多國外學者帶著其學生或研究助理一起參與會議，其中亦有

參與計畫之研究生或研究助理發表報告，讓研究生也能從會議中有所學

習，而不同國家的研究生之間亦會彼此討論交流，對於培養相關領域之人

才實為良好的機會。然反觀國內國科會對於出國開會的補助，很少提供給

研究生或計畫助理。建議國科會提供這方面的補助，尤其對於參與研究計

畫的研究生助理，讓他們有出國參加研討會的學習機會，以利培育下一代

專業人才。

（三）此次參與會議的學者多以歐洲國家為主，包括如英國、芬蘭、瑞典等國家

的學者。從此次參與會議的過程中，感覺歐洲學者與美國之學者之文化與

互動方式大不相同，尤其是北歐國家之學者，其對於台灣之學者更為對

等、尊重，且更容易建立信任關係。因此建議我國在提升國際交流同時，

可多邀請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的學者合作。目前國科會正鼓勵與補助

與歐盟國家的合作計畫，是一個很好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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